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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產品責任

1.
“產品責任”
 這論題是美國在七十年代
 已通用的詞彙，現已漸漸為各國律師採用，並促使多個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委員會進行多項具體研究，令保障公眾人士免受不符合適當安全標準產品影響的法律條例訊速增加。

2.
新的商業的手法與轉變中的社會態度，使我們有需要檢討產品責任法例。
 產品不獨變得更複雜，經銷方法亦有實質的改變。人身傷害民事責任及賠償皇家委員會於1978年的報告中發表意見，如下：

“直至工業革命的相當後期，多數產品仍由小企業製造，通常是直接售予使用者。今日的情況已不相同。生產規模、複雜科技、產品涉及的工序、生產商及經銷商的數目，以及產品生產及消費數量，均有改變。消費者只好信賴素不相識的生產商及他不明白的工序。”

3.
1977年斯特拉斯堡公約的專家委員會亦有類似的看法，並指出：

“工業發展及科技進步愈來愈多牽涉有關生產商責任的事件，而國際間商貿的增長，使某些牽涉生產商責任的事件加添國際色彩”

4.
很明顯，已不能期望消費者可靠一己的判斷來決定一件複雜產品是否安全和性能良好。caveat emptor（意思是“購者留心”）的原則可能適用於以往傳統鄉村墟集的交易，但相信已不再適用於現代消費交易。

5.
除了轉變中的社會態度和生產方法外，胺蒎啶酮（Thalidomide）藥品的悲劇亦掀起了對產品責任法例的關注。這宗事件牽涉一種鎮靜劑，妊娠婦女如服用，會使胎兒嚴重畸形。據估計，1958至1961年間，因婦女在妊娠間服用該藥而導致胎兒出生時嚴重畸形的個案在英格蘭約有400宗，而全世界約共有8,000宗
。有關的索償訴訟在1973年獲庭外和解，但答辯人並未被判須承擔法律責任。在此項索償訴訟獲解決前，一名海外受害者控告英國製造商疏忽
 導致其母親服食含胺蒎啶酮的藥品後令其在胎兒期受到損害。該事件帶出了產品責任索償人所面對的問題。該藥品是在英國製造，售予一間澳洲公司。索償人的母親於妊娠期內在澳洲新南威爾斯購買及服食該藥。索償人出生時視力受損而沒有雙臂。索償人擬向該英國公司提出訴訟，而有關的法律技術問題經過冗長的法律程序後才經樞密院獲得解決。

6.
胺蒎啶酮索償人按傳統合約法及侵權法追討賠償時遇到的困難，引起了公眾人士的關注，使改革壓力重現。因此，其後多條具有深遠影響的重要國際公約的產生，實非偶然。這些國際公約不但引致成員國訂立相應的法例，亦引起或影響非成員國制訂產品安全法例。這份報告書檢討了是否能根據國際間的發展來改善現行的法例。

研究範圍

7.
首席大法官及律政司於1994年9月26日向法律改革委員會提出以下課題：

“研究有關因產品欠妥或不安全而引致損傷及損失的賠償的現行法例，以及建議作出合適的法律更改。”

法律改革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

8.
法律改革委員會於1995年12月委出一個小組委員會，以研究、考慮及就此方面的法律狀況提出意見及改革建議。小組委員會的成員如下：

	余若薇女士  太平紳士
	資深大律師（主席）

	何炘基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院長

	何秩生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林健鋒先生  太平紳士
	永和實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馬清楠先生
	佘馬何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郭志一先生
	永安百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廖秀冬博士  太平紳士
	環境安全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劉燕女士
	消費者委員會研究及試驗組主任

	聶德權先生
	工商局首席助理工商司（至1997年5月2日止）

	羅肇強博士  太平紳士
	金山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雲嘉琪女士
	高級政府律師（秘書）


會議

9.
小組委員會曾先後召開9次會議，討論諮詢文件中的建議的基本原則。內容細則已以傳閱方式交予小組委員會各委員作最後審議。法律改革委員會已於第146次、第151次及第152次會議上研究小組委員會的諮詢文件及其後草擬的報告書。

諮詢

10.
小組委員會在1997年2月至5月就其提出的中期建議向各方面進行諮詢，並向超過70個團體及所有區議會派發諮詢文件。法律改革委員會並於1997年2月24日舉行記者招待會，公布發表這份諮詢文件，獲2份英文報章及10份中文報章報導此項消息。一電台節目亦於1997年2月25日專題討論諮詢文件內容。

11.
小組委員會共收到16份意見書。這份報告書所載的建議是法律改革委員會經審慎研究所有意見書後議決提出的。法律改革委員會謹此向所有提交意見者致謝。

第1章
香港的產品責任

1.1
雖然香港政府、消費者委員會及其他團體竭力提倡產品安全，某些不安全或欠妥產品仍然繼續引致損傷、損失或甚至死亡。1993、1994及1995年消費者委員會接報的有關不安全產品個案分別有125、183及131宗，該會的刊物《選擇》亦曾報導其中一些較有代表性的個案。從該刊報導的個案可見，足以造成傷亡的產品的範圍甚廣。以下資料經於1996年7月補正：
	產品
	受傷／死亡

	摺
	8名兒童被困及死亡

	摺床
	一名老婦被困，並死於心臟病

	燈
	一名學生死於電殛

	洗衣機
	一名18個月大幼兒遇溺

	嬰兒床
	一名12個月大幼兒因頭部夾在床欄之間而窒息致死

	幼兒手推車
	一名21個月大幼兒窒息致死。5宗因結構欠妥善引致受傷的個案

	錄音帶清潔液
	一名6歲兒童因意外中毒身亡

	行李推車
	臉部受傷以及眼部嚴重或永久受傷的個案3宗

	壓力煲
	4宗爆炸個案，引致兩人受傷

	鬥臂力機
	斷臂事件5宗

	Freon（冷凍劑）
	兩宗爆炸事件，引致4人受傷

	手提石油氣爐
	一宗因爆炸引致嚴重受傷事件

	氣槍
	眼部永久受傷個案一宗


1.2
消費者委員會認為其他有潛在危險的產品如下：
	產品
	不安全狀況

	風筒
	頭髮可能被困在空氣入口並且燒焦；接線裝置可能起火

	魚缸水泵
	可能起火

	電掣插頭
	可能起火及引起電殛

	萬能蘇
	可能起火及引起電殛

	電動攪拌機
	可能起火及割傷

	安全套
	滲漏可能引起接觸性傳染疾病，包括愛滋病

	唇膏
	懷疑含有致癌物質

	噴髮膠
	懷疑含有致癌物質

	染髮劑
	含有刺激物質、重金屬成分及懷疑含有致癌物質

	椅子
	可能倒塌及引致受傷

	蒸氣熨斗
	可能導致電殛

	電飯煲
	可能起火

	衣櫃內的防潮
暖管
	可能起火及導致電殛


1.3
消費者委員會接報的個案，相當可能只是所有因不安全或欠妥產品直接或間接引致損傷及損失事件的實際數目的一部分。由於衛生署及醫院管理局編製的資料沒有這一項分類，我們難以確定因產品不安全或欠妥而致傷亡的實際數目。根據醫管局1994-1995年報透露，意外及急症治理（包括跟進治理）的個案逾170萬宗。雖然缺乏關於前往急症室求診病人的患病類別的細項分析，但可估計，公立醫院急症室的求診個案中，約有10%是受傷或中毒。這數字當然包括因交通意外、工業意外、毆打等所致的受傷事件。聯合王國進行的一項研究
 估計，受傷事件總數的約1%可能由欠妥產品包括藥物導致。如果我們假設本港治理受傷及中毒事件總數的1%是由不安全或欠妥產品導致，又考慮到其中一些受傷個案未有呈報或已由私家醫生治理，因不安全或欠妥產品而致的受傷數字確實不少。雖然有些人以為大部份這些受傷及受損個案的損傷性質可能輕微，但是涉及產品責任的受傷及受損的情況是有可能引致大量市民受嚴重傷害的
。
1.4
本港的產品責任訴訟案為數不多。我們相信造成這現象的原因有多重：
(1) 如果懷疑損傷是由使用產品不當而起，使用者會避免提出索償。
(2) 可能是因為亞洲文化比較保守，人們只會停止使用有關產品而不提出索償。不過，有些人相信這種保留態度已日漸受西方文化影響而消除。
(3) 可能是大部分損傷或損失屬輕微，而雙方不經法律訴訟已能迅速和解。這點和一項研究結果相符，指出產品責任的索償事件比其他索償事件更趨於在早期和解
。
(4) 可能是一般市民覺得提出索償所根據的現行法例複雜，而牽涉的費用高昂，所以即使有理由索償，也沒有提出訴訟。
1.5
我們將在本報告書以下兩章檢討現行法例是否足以對產品責任索償人提供保障。索償人不限於消費者。舉例來說，根據聯合王國《1987年消費者保障法令》第I部，索償人不必是欠妥產品的購買人，甚至不必是直接的使用者。因此，我們的研究範圍不僅影響到消費者，同時亦影響社區裏每一成員。
第2章
香港有關產品責任的法律

2.1
委員會的研究範圍應以產品責任的現行法律作背景而加以考慮，重要的是，先研究現行法律給予的保障程度才決定合適的法律改革。有關人身傷害及財物損毀的現行產品責任法律，無論屬民事或刑事，均包括判例與法例。本報告書雖然關乎民事責任的檢討與改革，亦會簡略述及有關刑事責任的現時狀況。
刑事責任
2.2
我們檢討現行法例時，以最近一項就不安全產品加諸刑事責任的成文法則開始。《消費品安全條例》（第456章）第6條規定，除非消費品符合一般安全規定或適用於該消費品的認可標準，任何人不得供應、製造或把該消費品輸入本港。一般安全規定是一項客觀的標準，要求消費品在考慮到所有情況下，須符合合理的安全程度。這些情況包括展示及推廣產品的方式、所提供的指示或警告、由標準訂定機構公布的合理安全標準，和在顧及作出改善的成本、可能性和程度下是否有任何合理方法使產品更安全。就違反《消費品安全條例》第6條提出的免責辯護包括：
(a) 某人已採取所有合理措施及盡了應盡的努力，以避免犯該項罪行。

(b) 某人合理地相信該消費品不會在本港使用或耗用。

(c) 某人以零售商身份供應該消費品，而既不知道亦沒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消費品不符合一般安全規定。

(d) 該消費品並非當作新貨品供應。

2.3
首次被裁定有罪的人可被判第6級罰款及入獄1年，其後每次定罪則可被判罰款500,000元及入獄2年。
2.4
應注意的是，《消費品安全條例》的範圍不適用於條例附表指明的一系列產品，包括食物、水、遊艇及船隻、汽車、氣體、電器、殺蟲劑、藥品、傳統中藥、玩具及兒童用品，以及其他由特定法例管制其安全的產品。
2.5
至於指定類別產品的責任問題如刑事責任問題，則由其它條例管制。這些條例包括：
(e) 《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第424章）

——
規定有關玩具及兒童產品的安全標準。
(f) 《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第V部
——
規定出售任何因使用摻雜劑而致損害健康的食物及任何因使用摻雜劑而致其質量、組成或效力受不利影響的藥物，作人類食用用途，均屬違法。
(g) 《藥劑及毒藥條例》（第138章）

——
管制若干毒藥及藥品的銷售及持有。
(5) 《抗生素條例》（第137章）
——
管制若干指定抗生素物質的銷售及持有。
(h) 《電力條例》（第406章）

——
規定電力供應、電線裝置及電器的安全規格。
(i) 《危險品條例》（第295章）

——
規管危險物品如爆炸品、壓縮氣體、汽油、有毒性或腐蝕性物質、隨時或立即燃點物質的持有、製造、運送、貯存、銷售及使用。
(j) 《氣體安全條例》（第51章）

——
為安全起見，規管氣體的進口、生產、貯存、運送、供應及使用。
(k) 《核材料（關於運載的法律責任）條例》（第479章）

——
規管在本港運載核材料引致損傷或損失的責任。
違反法定責任的民事責任
2.6
製造商不遵從《消費品安全條例》的條文雖會受到刑事制裁，但並不代表消費者可獲得賠償。判例顯示法院於解釋法例時，不願意判定法例隱含受害人的民事權利，其理據似乎是，法例一般乃用以保護公眾人士，並非意欲給予個別公眾人士民事補償。在Square v Model Farm Dairies（Bournemouth）Ltd.
 案件中，一名因飲用污染牛奶而染病的消費者就違反法定責任提出民事訴訟索取賠償。上訴庭駁回他的索償，因為該消費者可以根據《銷售貨品法令》獲得違反合約的補償。然而，在Buckley v La Reserve 
 一案中，一名嚴重食物中毒的消費者因為是被帶到餐廳作嘉賓而不能索取合約賠償，即使他以民事方式就違反法定責任索償，仍然被法庭駁回。其他顯示法庭作限制性解釋的案例包括Phillips v Britannia Hygienic Laundry Co., Ltd. 
 及Badham v Lambs Ltd. 
 案。
2.7
由此可見，就違反法定責任進行民事索償，只在法例有明確規定下始可行。如果法例對此沒有明言，即假設不賦予民事責任賠償。鑑於以上所述，雖然《消費品安全條例》和以上第2.5段載述的法例均向製造商及供應商加諸標準、刑事制裁及罰款，但消費者不能就製造商違反法定責任而提出民事索償（根據《核材料（關於運載的法律責任）條例》（第479章）索償除外），而須根據違反合約或違反侵權法的謹慎責任提出起訴。
2.8
同樣，《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第424章）只處理刑事而不是民事的產品責任。該條例規定玩具及兒童產品要符合國際公認的標準以及“一般安全規定”
，即有責任保證產品在考慮到所有情況下須符合合理的安全程度。倘不符合安全標準，可被判罰款及入獄。不過，該條例並無與民事責任有關的條款，索償只可以根據侵權法或合約法提出訴訟來進行。
民事責任
2.9
本港有關民事產品責任的法律見於合約法及疏忽法，分別研究如下：
合約法
2.10
如賣方違反合約中一項明確或隱含條件時，而消費者與賣方有直接的合約關係，則消費者有權獲得賠償。對消費者而言，《貨品售賣條例》（第26章）在合約中隱含了若干條款，以下逐一討論。賣方即使已採取所有合理的謹慎從事態度，在情理上不應受責備，但是仍然須就違反合約條款而負責。問題在如何把索償量化，和決定賣方須就哪些損失負責，以及應按哪些原則評定賠償。
2.11
只要損失符合間接損失的規定，及消費者有責任採取合理步驟減輕損失的規定，則賠償的一般原則是賠償應盡可能把受損一方置於猶如合約得妥善履行的情況一樣。消費者可就對其人身、財物及經濟狀況的任何損毀獲得賠償。不過，如果將違約損失全部賠償予原告，往往會引起不良的後果。因此，法律發展了一些關於間接損失的規則，以對賠償作出限制。
2.12
有關間接損失的案例，可追溯至逾100年前的Hadley v Baxendale 
 案件。該案的原告人把一件工具交給製造商，作為製造重置工具的樣本。製造商誤期交貨，以致原告人的磨坊須停工數天。原告人要求追討停工期間損失利潤的賠償。法院訂下了一些原則：
“賠償…… 應為可公平合理地認定是從該違反合約自然而起（即根據事件的正常程序），或可合理地假設在雙方締結合約時認為是違反合約的可能後果。”

2.13
除人身傷害及財物受損外，根據普通法，消費者亦有權就精神困擾獲得賠償。精神困擾賠償的突出案例是Jarvis v Swan Tours 
，關乎違反度假合約。首次就貨品售賣案判給精神困擾賠償是Jackson v Chrysler Acceptances 
 的上訴庭案，案中索償人明確指出購買車輛作家庭度假用，而假期安排被破壞被認為是違反合約的可預見後果。不過，在另一宗純商業糾紛中索取精神困擾賠償卻未獲准，因為合約的目的並非提供安心或不受困擾
。如果受損一方以消費者身份進行交易，則似乎索償較容易獲准。
2.14
法例已加強了普通法就違反合約提出索償所提供的保障，如《貨品售賣條例》（第26章）及《管制免責條款條例》（第71章）。《貨品售賣條例》第16條在供應貨品合約中的隱含條件包括貨品應合符可商售品質，而給予以消費者身份進行交易人士保障。1994年修訂了《貨品售賣條例》後，
 可商售品質的定義已予擴大，現時其中一項規定是，在考慮到所有有關情況下，包括產品說明、價格（如適用），貨品應沒有欠妥之處（包括輕微欠妥之處在內），並且須符合合理的安全程度。應注意有關可商售品質方面有嚴謹的責任；售賣人不能憑證明對欠妥不知悉或理應不知悉而迴避責任。
2.15
為保證消費者能受隱含的可商售品質條件的保障，《管制免責條款條例》（第71章）第11(2)條規定違反上述隱含可商售品質條件的責任，在與消費者進行的交易中，不能獲得豁免或受限制。除了就免除違反合約責任作出規定外，《管制免責條款條例》（第71章）亦涵蓋侵權法下的疏忽責任，使從事商務人士不能有效排除因疏忽引致人身傷亡的責任。
疏忽法
2.16
如果索償人與產品供應人之間沒有合約關係，即須按侵權法提出索償訴訟。索償人有責任證明疏忽，須確立：
(1) 被告人對他須負謹慎責任—— 現時決定是否有謹慎責任存在的準則，在Caparo Industries plc v Dickman 
 案中由Bridge法官概述出來：
“現在出現的情況是，除了損失的可預見性外，在任何引起謹慎責任的情形下必須的因素是…… 一種法律上稱為‘接近’或‘鄰近’的關係，而情形應屬一種法院認為法律應當將有特定範圍的責任加諸一方以利另一方，是公平合理的。”

這便是所謂3層準則，即可預見性、接近性、公平及合理的測試。
(2) 有違反謹慎責任—— 這是法律而不是事實的問題，而謹慎標準是合理人的標準，並且考慮及各種因素，包括損傷的可能性、風險的嚴重性、被告人行為的效用性及避免損傷的成本。
(3) 被告人違反責任引致索償人蒙受損失或損傷—— 損失必須是違反責任行為的一種不太間接後果。但這問題可能因一名特別容易受傷受害人（“薄如蛋殼頭顱的規則”）而變得更複雜，或一些其間干預行為或事件。
Res Ipsa Loquitur（拉丁文：事情不言而喻）

2.17
證明疏忽的責任甚為困難，如涉及複雜的儀器或化學品，難度則更大。然而，提出證明的責任在索償人。有些案件中的事實本身指向疏忽，而根據res ipsa loquitur原則，索償人證明疏忽的責任轉移了，使被告人須提出證據，駁斥疏忽的推斷。Scott v London and St. Katherine Docks Co. 
 案件中Erle 首席法官著名的一番話，可解釋res ipsa loquitur：
“此中必須有疏忽的合理證據。但是，如顯示該事物由被告人或其僕人管理，而意外是管理人士謹慎行事下在通常過程裡不會發生的，在被告人沒有提出解釋下，則造成該意外是因欠缺謹慎而起的合理證據。”
如果能成功地提出res ipsa loquitur，則舉證責任轉移到由被告人抗辯該項疏忽的推斷。不過，如被告人能顯示已採取合理程度的謹慎，則不須負責。
2.18
案例顯示res ipsa loquitur曾應用於從建築物墜下一桶麵粉
、一輛架在或懸在行人路上的汽車
 及因機器或設備欠妥而起的意外
。另一方面，如住客不看管火爐格柵裡的爐火，以致毗鄰房間因火勢蔓延而受損，則該原則並不適用
。當時這樣判決的原因是不必有任何人疏忽，仍可能意外失火，法官更認為住客並未在其房間留下“不妥當”或“比通常猛烈”的火種。至於任由火種無人看管而又不設任何防火格或火爐鐵欄是否構成疏忽行為，當然是見人見智。不過，以往曾引用res ipsa loquitur的實例不能當作法律原則，只能用作參考。因此，索償人不應預期可容易又肯定地援引res ipsa loquitur。
純經濟損失
2.19
我們應留意有關因純經濟損失索償的爭論。純經濟損失指一名原告人遭遇的與其人身或財物受損無關，亦非因而引起的財務損失
。法院認為有需要對過失者因疏忽引致他人遭受經濟損失所負的責任加諸一些限制
。因此，純經濟損失通常是無法追討的，只在一些有限情況下有例外。觀乎Junior Books Ltd. v Veitchi Co. Ltd. 
 一案其後的判決，可見已就避免經濟損失責任的範圍作出較有限制性的定義。Muirhead v Industrial Tank Specialties Ltd. 的上訴庭案件
 中，原告人訂下計劃於夏季價格較廉時購入龍蝦，貯存至12月推出在聖誕市場售賣，以賺取厚利。該批龍蝦被存放在裝設海水泵的缸裡，但水泵證實失靈。原告人控告水泵製造商疏忽並就以下損失提出索償：(1)在缸中死去龍蝦的價值；(2)嘗試矯正欠妥之處的支出；及(3)就整項投資損失的利潤。上訴庭決定原告人有權獲賠死去龍蝦的價值，但用作矯正欠妥之處的支出以及一般的利潤損失則不得追討。
2.20
Muirhead案澄清了：
“如雙方之間存在法律上的‘接近’關係，最終購買人又對製造商而非出售人寄以信賴，欠妥貨品製造商可能須就最終購買人蒙受的經濟損失負責…… 沒有甚麼可以分別出原告人的情況和一名普通購買人的情況，後者因所製成貨品欠妥而蒙受財務損失後，只能向出售人而非最終製造商追討純經濟損失的賠償。”

2.21
Peabody Donation Fund（Governors）v Sir Lindsay Parkinson & Co. Ltd. 
 案中上議院法院的決定，進一步證實了追討因疏忽行為引起純經濟損失的現有不確定性及困難。法院裁定在決定某範圍（即指經濟損失）的謹慎責任是否應由被告人承擔時，準則是這做法是否公平而合理。
其他財物損毀
2.22
謹慎責任指避免別人生命或財物遭受損傷的責任。因此，索取財物損毀賠償只限於疏忽製造產品本身以外的財物損毀。如果疏忽製造的貨品屬貴重物品，索償人不能就欠妥產品本身價值索償，可能是消費者的嚴重損失。不過，應注意如果由於欠妥組件引致製成品有損壞，而該組件是分別裝嵌的，製成品的損壞“可能”可視作“其他財物”損毀而追討。

已蒙受的損失
2.23
另一項關於疏忽賠償要注意的要點是，損失和損毀必須是已蒙受的。這項規定可從Sunface International Ltd. v Meco Engineering Ltd. 案
 得見。原告人是房屋的業主／住戶。被告人是負責供電線路但安裝欠妥的次承判商。原告人發現欠妥之處並斥資進行改換工程，包括拆掉一些結構。原告人意圖以Anns v Merton London Borough Council 
 案為例，稱欠妥之處造成“即時危險”，因此使房屋安全的費用應可追討。這論點遭法院引用Oliver大法官在D & F Estates Ltd. v Church Commissioners 
 案中附帶意見駁回。法律不允許按疏忽追討欠妥部分本身，也是一項相關的考慮。而且案中裁定由於尚未蒙受“損毀”，如判給賠償，會相等於發給品質保證，而這樣做應屬合約法的範圍。
死亡
2.24
如欠妥或不安全產品引致死亡，可按《致命意外條例》（第22章）及《法律修訂及改革（綜合）條例》（第23章）索取侵權賠償。《致命意外條例》第3條規定可為死者遺屬向錯誤引致死亡的人提出訴訟。雖然訴訟是為遺屬的利益
 而提出，只能提出一項訴訟，而提出時應以死者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的名義進行
。執行人或管理人必須向被告人提供所代表以提出訴訟的全體人士的詳細資料。
 根據《致命意外條例》提出的訴訟，可包括索取親屬喪亡賠償，金額現時定在70,000元。除親屬喪亡賠償外，遺屬可索取因死亡引致遺屬金錢損失的賠償
，包括葬殮費在內。根據《法律修訂及改革（綜合）條例》，遺屬亦可索取至死者如沒有死亡所應積存財富的損失賠償
。法院會查閱任何已形成的儲蓄模式，如沒有模式，即會考慮死者生活方式、節儉與否、死者年歲、家庭狀況、財政上應付能力及就業情況與前景等因素。

第3章
現行法律的缺點與矛盾之處
3.1
前章檢討現行法律的過程中，識別出若干缺點與矛盾之處。
合約法
3.2
合約契約人相互關係—— 關於就違反合約而提出的訴訟，現行法例給予消費者相當的“嚴格法律責任”保障。零售商於道義上沒有過失，而又可能沒有機會發覺產品欠妥，都是與此無關的。消費者只須符合損失遙遠性的一般規定，有權就精神困擾及包括人身傷害、財物損失的損失索取賠償。合約法在為不安全或欠妥貨品提供保障方面的主要漏洞，在於合約契約人相互關係的規定而起，該規定只容直接締約一方獲得合約法保障，而購買人的家人、旁觀者或購買人的受贈人不會獲得合約法賦予的保障。有人利用代理關係來規避合約契約人相互關係的規則。不過，容許推斷代理關係的情況受到嚴格限制。在Priest v Last 
 案件中，為子女購買物品的母親不能說成是子女的代理人。她可以追討子女受傷對她引起的任何損失。因此，如果一名小童被母親購買的欠妥熱水瓶燙傷，母親可就自己與零售商的合約提出起訴，追討她因照顧受傷小孩而耗用的支出。不過，小孩則不能就其疼痛及痛苦追討合約，而須就疏忽法提出起訴。
3.3
訴訟多重性—— 合約法的另一缺點是，分銷鏈中的每一方均須個別向其直接供應商索取違約賠償。零售商與製造商之間，可能有一名或多名分銷商，引致須進行多重訴訟。此外，如涉及任何有效的免責條款，或如涉及的任何一方無力償債、無法索究或已結束業務，合約追索權即告喪失。屆時，損失即會落在一名相對而言無辜的中間分銷商而不是製造商頭上。
疏忽法
3.4
舉證的困難—— 關於就疏忽提出訴訟方面，疏忽製造及分銷責任的範圍基本上甚廣，因為製造商、裝配商、批發商及零售商均可被飭令負責任。但疏忽法的舉證責任困難重重，牽涉不少技術問題和不明朗之處。除非索償人能援引本身屬一項技術障礙的res ipsa loquitur，索償人必須就疏忽的所有要素舉證。鑑於現代種種家庭用品及藥品如此複雜，進行法律訴訟難免引起專家證人之間的爭辯，而有關的費用高昂。由於勝訴與否可能只視乎極細微的分別，索償人可獲的補救及賠償完全不肯定。我們應考慮疏忽索償是否能就欠妥或不安全產品給予公眾人士足夠的保障。由於疏忽的規定主要是由案例形成，而法庭又必須依從以前作出的司法決定，因此如不以立法手段干預，能夠有重大變更的可能不大。
法律上矛盾之處—— 零售商比製造商負上更重的責任
3.5
要求改革，是基於法律結構出現的矛盾情況。如果在一個法律制度中，以一套標準要求欠妥產品製造商承擔責任，又以另一套標準要求往往不知產品欠妥的分銷商承擔責任，則向製造商加諸較重的責任似乎合理。
 不過，現時的法律正好相反，零售商須負上嚴格責任，而指控製造商則必須證明疏忽。誠然，零售商可嘗試向供應商索取彌償，但如果訴訟鏈中斷，零售商即須在嚴格責任上負首當其衝的責任。
改革方向
3.6
由於現行法例在若干方面有不足之處，實應作出一些更改。問題是，更改應朝哪一方向進行。
(l) 擴大合約法以向非合約一方的人士提供額外權利及補償，是否適當；
(m) 更改疏忽法中有關證明未有遵行合理謹慎的規定，是否適當；
(n) 在現行合約及疏忽法以外，加設不連系任何合約關係及任何違反謹慎責任的一套產品責任規則，是否適當。
3.7
關於方案(a)，最近通過的法例已大大改善消費者提出索取合約賠償的情況，而剩餘下來最大的缺點是，因合約契約人關係而致的限制規定保障購買人，而使用人未必獲得保障。若立法規定欠妥產品的使用人應獲得與其無合約關係的售賣商賠給合約補償，此改革方法未免流於激進。而較為溫和的解決方法是，以其他可用方法改善法律。合約／侵權之間的界線若能維持，協議性的關係便能與由公共政策調節的關係繼續保持分開，特別是商業上與消費者的交易關係上。反對方案(a)的另一理由是，這會把風險責任誤放在某些人士身上，索償權應指向製造商而非零售商。因此，其他曾研究產品責任問題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改革組織很少支持方案(a)。
3.8
同樣，方案(b)所建議的改革影響範圍過大。除產品責任外，疏忽法亦與因欠妥建築物、專業疏忽及僱主責任等引起的索償有關。更訂疏忽法可能影響產品責任以外的其他責任範圍。
3.9
相反，我們相信方案(c)值得進一步考慮，多個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改革組織亦屬意在這方面進行改革。一如下一章所載，方案(c)是斯特拉斯堡公約、歐洲共同體產品責任指令、英格蘭及蘇格蘭兩個法律委員會、皮爾信（Pearson）委員會及其他組織所採納的方案。
第4章
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產品責任法律
引言
4.1
以上各章已概述本港現行的法律及其缺點。是次研究的範圍要求我們就現行的法律作出合適的修改建議。在提出建議前，先研究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及檢討在該等司法管轄區執行有關法例的情況，可能會有幫助。
1977年斯特拉斯堡公約
4.2
1977年斯特拉斯堡公約
（Strasbourg Convention）是首項旨在協調產品責任法例的國際公約。歐洲議會
 於1970年成立了專家小組，負責就以下方面提出建議：
(o) 使成員之間的產品責任法律更為統一；及
(p) 保證公眾人士獲得更佳的保障，並同時考慮製造商的合法權益。

4.3
斯特拉斯堡公約（正式名稱為“有關人身損傷及死亡的產品責任歐洲公約”）在1977年1月27日正式呈交，讓成員國簽署。歐洲共同體產品責任指令的籌備工作與斯特拉斯堡公約的條文的制訂工作同期進行。
 兩份文件所述及的範圍相似，但並非完全一樣：斯特拉斯堡公約只限用於人身損傷及死亡，而產品責任指令則涵蓋人身損傷、死亡及個人財物損失。
 兩份文件均建議各成員國實施由欠妥或不安全產品的製造商承擔嚴格產品責任。斯特拉斯堡公約和產品責任指令的分別，將在本章以下段落研究。簽署斯特拉斯堡公約的國家有4個
，但成員國並非必須加入
。事實上，斯特拉斯堡公約並未獲得任何國家確認。
 反而，截至1995年2月止，有14個
 成員國實施產品責任指令
。由此可見，實際上斯特拉斯堡公約已由產品責任指令所取代。
1985年產品責任指令
4.4
歐洲共同體產品責任指令的籌備工作於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經過冗長的辯論和商議，正式名稱為“各成員國有關欠妥產品責任的法例、規例及行政規定的統一化”
 的產品責任指令，終於在1985年7月25日獲得通過。
1985年產品責任指令的要點
4.5
責任的基礎—— 該指令制訂了一個獨立於任何合約聯繫和製造商一方任何違反謹慎責任的新責任基礎。應注意的是，這個新責任基礎是加在現行合約或侵權責任之上，並不會對該等責任造成影響。
 根據指令，生產商須就產品欠妥之處引致
 的任何人身損傷、死亡或個人財物損失
 負責。一件產品如果在考慮到所有情況（包括產品包裝，產品預定的合理使用，及產品推出市場流通的時間），不能達到人們有權期望的安全程度，即被視為是欠妥
。如只是因隨後面市的產品質素較佳，則不是構成先前產品為欠妥產品的理由
。因此，產品是否安全應以推出市場的時間，而不是以損毀發生之時，作為審定標準。
4.6
舉證責任—— 受損人士應證明損毀、欠妥之處及欠妥與損毀之間的偶然關係。

4.7
負責人士—— 主要負責人士是製成品及組件的製造商、任何原料的製造商、進口商及任何以其名字、商標或其他特徵加在產品上而自稱為製造商的人士。
 後者包括專利商、特許商及商標持有人。產品的其他供應商包括分銷商與零售商，如不能透露主要負責一方的身份或供應該產品給供應商的人士身份，則須承擔次要責任。
 負責各方會共同及各別對損害負責。

4.8
索償人—— 在沒有定義的情況下，鑑於第1及第4條的條文，任何受損人士，不論是否合約一方，不論是產品使用人或只是旁觀者，均會受到嚴格責任制度的保障。

4.9
產品—— 不動產、獵物及未加工初級農產品，（即指泥土種植、畜牧及漁業產品）均不包括在“產品”定義內。
 不過，成員國可以選擇把未加工初級農產品及獵物列入其法例之內。所有可移動財物，已經初步加工的初級農產品及電力，均在指令的保障範圍之內。
4.10
免責辯護—— 生產商或製造商不能以任何豁免條款限制或豁免責任
，但如能證明以下任何一項免責辯護，則毋須負責任：
(q) 產品並非由他經手推出市場流通；

(r) 產品推出市場流通時不存在欠妥之處；

(s) 產品的製造，並非因經濟目的而出售或分銷，亦不是在其業務運作中製造或分銷的；

(t) 產品符合公共機構發出的強制性規例；

(u) 產品推出市場流通時的科學及技術知識水平並未足以發現欠妥之處；
（成員國有權選擇在其法例刪去此項免責辯護）；及
(v) 如屬組件製造商的情況，則該欠妥之處是由於產品設計或產品製造商所提供的指示所致。

4.11
損毀賠償—— 下列各項損毀可追討賠償，即：
(w) 死亡而致的損毀；
(x) 人身損傷而致的損毀；及
(y) 欠妥產品以外的財物損毀，但最低追討額為500歐洲貨幣單位，而且產品必須為(i)原意用作私人用途或耗用的種類，及(ii)由索償人士主要作私人用途或耗用。

4.12
雖然最低追討額是強制條文，但成員國可選擇是否加設上限，限制製造商因同一欠妥之處所負上的總責任。如決定加上總責任上限，則該額不應低於7,000萬歐洲貨幣單位。

4.13
時效期限—— 索償人必須於其知悉，或理應知悉有關損毀、欠妥之處及製造商身份的日期起3年之內提出訴訟。
 此外，根據指令賦予受損人士的權利，將於該產品推出市場流通日期起10年後喪失，除非受損人士已於該期間開始採取法律程序。

4.14
放棄條款—— 指令有明確條文規定“製造商因指令所引起而對受損人士承擔的責任，不會因另一條訂明限制其責任或豁免其責任的條文而受到限制或獲得豁免。
”雖然用了“對受損人士”的字眼，但是該條文不只適用於牽涉人身傷害及死亡的個案，更包括牽涉財產損害的個案。

斯特拉斯堡公約與產品責任指令的分別
4.15
斯特拉斯堡公約的條文在許多方面都和產品責任指令相似。該兩份文件之間有3項具體的分別，
 如下：
(i) 產品責任指令中一項非強制條文不包括保障初級農產品及獵物，但該等產品受斯特拉斯堡公約保障；
(ii) 根據產品責任指令，如欠妥之處是因符合強制規例所致可作為免責辯護，但斯特拉斯堡公約則沒有此項免責辯護；及
(iii) 根據產品責任指令，如當時的科學及技術知識水平未足以發現欠妥存在，可作為非強制的免責辯護，惟斯特拉斯堡公約則沒有這項辯護。
4.16
由此可見，斯特拉斯堡公約加諸製造商的責任，比產品責任指令的更為嚴格。雖然以上第(i)及(iii)分段屬產品責任指令非強制條文，實際上，大部分成員國均運用了非強制條文，就欠妥或不安全產品採納較溫和的保障。
產品責任指令的實施
4.17
根據產品責任指令
，成員國有義務於3年內，即1988年7月前，訂立相符的國家法律，惟有些成員國花了更長時間才通過法例。截至1995年2月，已訂立本身的嚴格產品責任法律的成員國有：聯合王國、希臘、意大利、盧森堡、丹麥、葡萄牙、德國、荷蘭、比利時、愛爾蘭、西班牙、奧地利、芬蘭及瑞典。
 根據歐洲共同體委員會於1995年草擬的《1985年產品責任指令實施研究第一號報告書》，雖然一般都預料會引起更多訴訟，卻發現指令並未引致產品責任索償事件增加，亦未使保險費增加。
 報告書又指出，指令已紓緩了索償人舉證的負擔，並促使人們更留意及注重產品安全。

4.18
根據《1985年產品責任指令》提出訴訟的案件僅屬少數，而截至1995年12月，並沒有任何國家法院向歐洲法院要求解釋產品責任指令的條款。

4.19
最近就指令的實施進行的另一次研究
（簡稱“該研究”）發現保險界的回應幾乎一致，報稱自引用1985年指令以來，索償的數目或形式或保險費均沒有顯著增加。
 其中一份書面回應說“雖然引入[1985年指令]時市場上有許多議論…… 影響只屬輕微……”。
 另一項回應表示，1985年指令促使人們集中改善安全標準，工業界又獲承保人的鼓勵在產品設計、製造及推銷方面採用風險分析及低減技術，使推出市場的產品較為安全。不過，這個意見僅屬一般印象，並沒有數字形式的證據。

4.20
保險界進一步報稱，一般而言，1985年指令對產品責任保險的價格或提供並無明顯的影響。由於產品責任保費的水平最重要是視乎提出的索償，沒有索償就自然不會引致保費上升。也許把產品輸入歐洲共同體的進口商是唯一的例外，他們須要有如歐洲共同體中的製造商一樣購買保險。除了索償款額外，保險費亦受產品種類、製造商的營業額及製造商風險管理系統影響。報告書舉例說
，一名其產品被認為屬“低風險”的大食品製造商可能只付出營業額0.002%的保險費，但一名營業額低得多但被認為屬“高風險”的藥品製造商，則可能須付出營業額的1%，有時甚至更高的保費。保險費的水平亦受公司出口貨品的目的地影響。例如，目的地是美國的出口貨品的保險費，較輸往歐洲共同體市場的同一產品的保險費增加10至20倍。

4.21
由於保險費水平並未顯著上升，所以產品價格一般未受1985年指令所影響。不過，該研究引述了德國一個機構Wirtschaftsverband Stahlverformung的評論，該機構代表造鋼業約500間公司，其中98%為小型或中型公司。該機構的成員所製造的產品有90%是供應給其他製造商的組件，而其中50%則供應給汽車業。雖然該機構因市場條件而未能提高產品價格，但根據其預測，1991年初至1993年底的製造成本因品質要求而上漲了約10%。

4.22
一般來說，該研究指1985年指令經已：1)使消費者因欠妥產品引起的損毀索償比較容易取得賠償；及2)鼓勵業內及早以和解方法解決索償，以免卻可能涉及費用更昂貴的錯失責任爭議的索償。

4.23
該研究又指出1985年指令迄今並未引起不良後果。不過，該研究警告說，這可能是因為須經一段相當時間受傷情況始得顯現，以及肇事原因獲得充份驗證，索償始可提出所致。

有關非強制條文的實施方面
4.24
產品責任指令包含3項非強制條文：
(iv) 擴闊至未加工初級農產品及獵物；

(v) 剔除“發展風險”的免責辯護；
 即當時的科學及技術知識水平不足以發現欠妥之處；及
(vi) 總責任上限不少於7000萬歐洲貨幣單位。

4.25
未加工初級農產品及獵物—— 此等產品在聯合王國、意大利、丹麥、荷蘭、比利時、愛爾蘭、奧地利、葡萄牙、德國及西班牙均在產品定義之外。

4.26
發展風險的免責辯護—— 除芬蘭及盧森堡外，全體成員國均有此項免責辯護
，而在德國則只可用於醫藥產品方面。
4.27
總責任上限—— 獲德國、西班牙及葡萄牙採用。因此，聯合王國、意大利、丹麥、芬蘭、希臘、瑞典、荷蘭、比利時、奧地利、愛爾蘭及盧森堡均不設總責任上限。

聯合王國
4.28
英格蘭及蘇格蘭兩個法律委員會
 與皮爾信（Pearson）委員會
 於七十年代建議把製造商的責任，從疏忽更改成嚴格責任。不過，直至歐洲共同體部長會議於1985年採納產品責任指令，規定成員國於1988年7月30日前通過相應的法例時，聯合王國才通過《1987年消費者保障法令》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4.29
消費者保障法令第Ｉ部與合約法及疏忽法並存，是關於“製造商”為不安全產品負民事責任的事宜。該保障法令旨在實施歐洲共同體指令，而該指令是於1988年3月1日生效。消費者保障法令第II部處理“供應商”為不安全消費品負刑事責任的事宜，和香港的《1994年消費品安全條例》類似。
4.30
責任基礎—— 採用《1985年產品責任指令》提出的欠妥處理辦法後，疏忽因而變得毫無關連。這項改變可見於消費者保障法令生效前裁決的案件Daniels and Daniels v R White & Sons Ltd. 
。一名與零售商沒有合約關係的消費者喝下了含有大量石炭酸的檸檬汁而嚴重受傷。法官接受了製造商為防止該種情況發生而採取防範措施的證據，認為消費者未能證明製造商有疏忽。如果同一案件於消費者保障法令生效後才進行裁決，消費者在追討賠償方面應沒有困難。
4.31
消費者保障法令第I部在許多方面均類似《1985年產品責任指令》，包括舉證責任、須負責人士的範圍、索償人的範圍、免責辯護等。
4.32
產品—— 所涵蓋的產品範圍以產品責任指令為基礎。產品的定義是：
“…… 任何貨品或電力及…… 包括包含在另一件產品而不論其為一件組件或原料或其他。”

根據第45條，“貨品”包括物質、種植物及其他因附於土地而屬土地產物的東西及任何船隻、飛機或車輛；而“物質”指任何固體、液體或氣體或煙霧的天然或人工物質，包括與其他產品組合或混合的物質。電力亦歸入產品類，但指發電方面欠妥而不是無法供應電力。

4.33
關於農產品及獵物方面，除非已“經過工業過程”，否則不受嚴格責任約束。可惜該法令未有界定“工業過程”。官方消息解釋稱“過程”涉及一些改變產品特徵的東西，而“工業”則涉及使用機械大量而持續地處理。
 國會辯論中舉出的“工業過程”例子，包括入罐、冷凍、食物壓碎及切片以至在農場以外進行的清洗及包裝；但即使以機器進行收割、採摘或把農產品分等級，亦不算是工業過程。
 雖然上議院法院在Pepper v Hart 
 案中放寬了參考國會資料以詮釋法例的規定，由於沒有法定的定義，故在決定甚麼構成“工業過程”上出現困難。
4.34
免責辯護—— 只要索償人能證明有欠妥之處及損毀，被告人即須確立其中一項免責辯護。不過，責任不能“因任何合約條件、任何通知或任何其他規定而受限制或獲豁免”
。這些免責辯護是：
(z) 欠妥之處是符合任何法定要求或歐洲共同體義務所致；

(aa) 被告人從未在任何時間供應產品給他人；

(ab) 被告人供應產品乃在業務運作以外，而且並非為圖利；

(ac) 被告人供應產品給其他人時，欠妥之處並不存在；

(ad) 供應產品當時的科學及技術知識水平，並不足以期望同類產品製造商能夠發現欠妥之處；

(ae) 如屬組件製造商的情況，則製成品的欠妥之處是完全因製成品的設計，或組件製造商為符合製成品製造商提供的指示所致；

(af) 如損毀是部分由索償人過失所造成，可作為局部免責辯護；

以上其中兩項免責辯護的措詞與歐洲共同體產品責任指令略有不同。關於分段(e)只要求被告人證明業內沒有製造商可能發現欠妥之處，而歐洲共同體產品責任指令則規定被告人須證明沒有人可能發現該欠妥之處。
 分段(f) 要求組件製造商證明欠妥之處是完全歸因於設計或指定規格所致，而歐洲共同體產品責任指令只要求組件製造商證明欠妥之處是歸因於設計或指定規格所致。
4.35
時效期限—— 為實施指令的規定，《1980年時效法令》經已修訂。根據《1980年時效法令》第11A條，索償人必須在訴訟因由產生的日期或索償人知悉日期後3年內提出訴訟，兩者以較後者為準。《1980年時效法令》第14(1A)條把“知悉日期”界定為該人最初知悉以下事實的日期：
"(a)
由欠妥之處造成損害的有關事實，使遭此損害的一名合理的人認為其受損害之嚴重，足以令其有充份理由，針對一名對法律責任不提出爭議且有能力履行判決的被告人提起要求損害賠償的法律程序；及
(b) 
該項損害完全或部份是歸因於指稱構成欠妥之處的有關事實或情況；及
(c) 被告人的身份。”
必須注意的是，法院在牽涉人身傷害的案件中，可引用載於《1980年時效法令》第33條的指引，酌情延長3年的限期。如原告人並無行為能力，即如原告人是未成年人或精神不健全的人，時效期限可延長至他們無行為能力的狀況停止後3年。因此，只要原告人是無行為能力，時效期限不會開始計算。
4.36
截止期—— 為與歐洲共同體產品責任指令相符，《1980年時效法令》加添了第11A(3)條，如下：
“此條所適用的訴訟行動，不得於相關時間起計10年限期屆滿後始提出。
…… 而此款具有終絕訴訟權利的效力，不論在上述10年期限屆滿時訴訟權是否經已產生，或根據這法令的以下條文是否已開始計算限期，其效力亦如此。”
須注意的是，這項10年截止期凌駕於3年的時效期限、適用於無行為能力的人的特別條文、以及法院在正常時效期限外就索償進行聆訊的酌情權。
4.37
損毀賠償—— 根據產品責任指令，可就死亡及人身傷害追討賠償。
 由於法令第I部所述的責任是侵權法下的責任
，索償人可就痛苦與苦難、喪失舒泰、日後的支出、喪失日後入息及賺取入息能力而獲得賠償。可量化的金錢損失包括醫療開支及裁決前入息損失，亦屬可追討之列。不過，純經濟損失則不能追討。
4.38
財物損失—— 索取財物損失賠償有若干限制
，就損毀產品本身索償，就通常不作私人用途的產品的索償與索償人並非打算作私人用途的產品索償，以及低於275英鎊的索償，均不獲受理。
4.39
放棄條款—— 應注意根據《1987年消費者保障法令》第7條，該法令第I部的責任“不得因任何合約條款、任何通告或任何其他條文而受限制或獲豁免”，而是否合理則無提及。
4.40
懲罰性賠償—— 懲罰性賠償又稱懲戒性賠償，旨在懲罰及阻嚇犯過失的人。與美國不同，懲罰性賠償只可用於有限的情況。可判給懲罰性賠償的3種情況，見於上議院法院的Rookes v Barnard 
 案：
(4) 政府人員的壓迫性或無理或違憲行為；
(5) 被告人的行為是經計算可為自己謀利，而利潤可能超過索償人可得的賠償額；及
(6) 明確法定條文。
在A. B. v South West Services Ltd. 
 案中，上訴庭已進一步澄清疏忽索償人不會獲判給懲罰性賠償。

中華人民共和國
4.41
中國有多項關於管制產品質量的法律與規例，其中兩條與本文有關。其一是於1993年9月1日開始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另一是由1994年1月1日開始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4.42
產品質量法保障消費者與產品使用者免受不符標準或不安全產品損害，其立法用意是加強國家對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以期改善產品質量。
 產品質量法規定，工業產品必須符合國家與業內規定的安全標準；如沒有適用的標準，工業產品必須符合保障健康、人身及財產安全的要求。
 生產者有責任保證製成品不會有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不合理危險。
 而銷售者的義務是驗明產品合格證明（如適用）及維持產品的質量。

4.43
產品質量法第4章明顯是受歐洲共同體《1985年產品責任指令》關於欠妥處理辦法的影響。產品質量法界定產品的“欠妥”是指產品存在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不合理危險。如產品適用任何國家或業內的安全標準，欠妥指不符合該標準。

4.44
產品質量法又規定，因產品欠妥引致人身或其他財物損傷（除欠妥產品本身外）製造商須付給賠償，除非製造商能在3種免責辯護之中證明其中一種：(1)產品尚未推出市場流通；(2)產品推出市場時並無欠妥之處；(3)當時的科學及技術知識水平不能發現欠妥之處。

4.45
如因銷售者的過錯而造成欠妥之處，或如銷售者不能指出製造商或供應商，則銷售者應付給賠償。
 索償人應有權向銷售者及製造商索取賠償；而銷售者與製造商須協商安排各自負擔的責任比例。

4.46
時效期限方面，產品質量法的規定與指令所規定的3年及10年限期有別。產品質量法要求索償人在知道或應當知道其權益受到損害時起計兩年內提出法律訴訟。而索償人提出要求賠償的權利在產品交付最初使用者滿10年時喪失。

4.47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提供的保障的範圍，與產品質量法略有不同。後者適用於保障消費者及使用者免受不符標準或不安全產品損害，前者則限於保障消費者所獲得的商品和服務方面。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章論及消費者的權利，規定消費者在購買及使用商品時，有權要求其人身及財產安全不受損害，而售出的商品及提供的服務須符合安全規定。
 其中特別規定售賣人須就產品的任何欠妥負上民事責任。
 消費者及其他受害人均有權就商品欠妥所致的人身受傷及財物損失，向售賣人或製造商索取賠償。
 賠償包括醫療開支、入息損失、永久傷殘損失賠償、受傷人士及其家屬的生活津貼。嚴重違反此法律可構成刑事罪行。

4.48
產品質量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有一些重疊之處，後者在一些問題上依據前者。兩條法例互相補足，以後者輔助前者。
日本
4.49
日本於1994年7月1日訂立《產品責任法律》
，並於頒布後一年生效。
 日本的法例大體上參照歐洲共同體《1985年產品責任指令》的模式，其中有一些不同之處。日本的《產品責任法律》應與民事守則一同理解。雖然《產品責任法律》並無載有明確的條文，日本民事守則（法律第89-1896號）卻適用。民事守則以歐洲大陸的模式為基礎，又頗受德國民事守則
 的影響，故日本亦有疏忽而致的侵權責任。
4.50
責任基礎—— 採納欠妥處理辦法，“欠妥”界定為欠缺視乎產品性質、通常可預見使用產品的方法、製造商交付產品的時間及有關產品的其他情況而原應提供的安全程度。

4.51
負責人士
—— 包括：
(ag) 製成品的製造商；
(ah) 非製造的經處理產品的生產商（例如農產品）；
(ai) 進口商；及
(aj) 把本身名字、商號、商標或其他特徵加在產品之上並且自稱為製造商或自處以可被誤認為製造商情況的任何人。
4.52
產品——“產品”一詞界定為製造或經處理的可移動財產。
 因此，經處理農產品及獵物均屬產品責任法律的管制範圍，而未經處理農產品及獵物則不然。關於產品是否包括組件在內，並無明文規定，但鑑於其中一項免責辯護與組件有關，已隱含了產品應為包括組件。
4.53
索償人—— 與產品責任指令一樣，法例並沒有指定索償人的範圍。由於法例規定
 製造商因其所製造、處理、進口或把本身名字、商號、商標或其他特徵加在其上的產品有欠妥之處而傷害他人性命、身體或財產時，即須負責損失賠償，我們看來可以得知任何受傷人士，不論其為消費者、使用者或僅屬旁觀者，均可根據法例索償。
4.54
免責辯護—— 只允許兩項免責辯護
：
(vii) 製造商供應產品時的科學或技術知識水平不足以發現欠妥之處存在；及
(viii) 如產品用作另一產品的組件或原料，而欠妥之處相當大程度上歸因於符合製造商關於規格的指示所致。
上述(ii)項有別於歐洲共同體產品責任指令規定欠妥之處歸因於設計或所提供規格所致，亦有別於英國法例規定欠妥之處完全歸因於設計或所提供規格所致。
4.55
時效期限—— 產品責任指令提及的3年及10年的時效期限，亦為日本的產品責任法例所採用。
澳洲
4.56
澳洲聯邦政府把問題先後交給澳洲法律改革委員會及工業委員會討論，再諮詢工商界及消費者團體後提出了《1992年貿易實務修訂法案》（Trade Practices Amendment Bill 1992），成為《1974年貿易實務法令》第VA部（Part V A of the Trade Practices Act 1974）
。《1974年貿易實務法令》第VA部以《1985年歐洲共同體產品責任指令》為模式，補充了在若干澳洲省市實施的嚴格責任規定，以及為發展完善的普通法體系中的侵權及合約法的責任作出定義
。
4.57
歐洲共同體產品責任指令的主要特點見於《1974年貿易實務法令》第VA部：
(ak) 向供應不能達到人們一般有權期望的安全程度的欠妥貨品的製造商、進口商及其他人士加諸嚴格責任；
(al) 只要索償人按相對可能性的衡量方法證明產品屬欠妥或不安全，而產品是被告人於貿易或商業行為中所生產，而索償人因該欠妥之處而蒙受損失或損傷，則可就人身傷害或其他財物損失而獲取賠償。

(am) 發展風險是可用的免責辯護，如被告人能確立供應產品時的科學或技術知識水平未能發現欠妥之處，則被告人的責任可以解除。

(an) 澳洲亦採納3年及10年時效期限。

(ao) 組件製造商方面，如組件欠妥只是歸因於最終產品的設計或最終產品製造商提供的規格所致，則其責任可以解除。

第5章
欠妥處理辦法以外的其他可行方法

引言
5.1
除以上各章所述的欠妥處理辦法外，亦有些人提議以超越傳統合約法和疏忽法範圍的可行方法來改革法律。
新西蘭—— 中央賠償基金
5.2
中央非過失賠償基金可與以侵權為基礎的責任並存，以新西蘭為例，賠償基金亦可代替以侵權為基礎的責任。
 世界上首個為意外引致人身傷害而設的綜合非過失賠償基金計劃，於1974年在新西蘭設立。自始，其他正檢討侵權制度不足之處的國家便一直深入研究新西蘭的非過失賠償計劃。《1972年新西蘭意外賠償法令》第43號完全廢除了因意外導致受傷的法律訴訟。1972年賠償法令原先只適用於車輛意外的傷者及“賺取入息人士”，但該賠償法經由《1973年意外賠償修訂法令（第2號）》第113號修訂，而其範圍擴大至所有因意外引致人身傷害的人士。1972年賠償法令其後以《1982年意外賠償法令》修訂。
 意外賠償計劃主要按照1967年新西蘭人身傷害賠償調查皇家委員會（“Woodhouse委員會”）的建議而訂出。該意外賠償計劃由3個計劃組成：其一為賺取入息人士而設，另一為車輛導致受傷人士而設，另外還有一個為非賺取入息人士而設的補充計劃。賺取入息人士計劃涵蓋所有因意外受傷的受僱或自僱人士，財政來源是向僱主及自僱人士徵收費用。車輛意外引致受傷計劃則涵蓋因、通過或關乎在新西蘭使用車輛引起意外而受傷的人士，財政來源是向車輛收取年費。補充計劃涵蓋不受以上兩計劃保障而因意外受傷或喪生人士。非賺取入息人士如支取退休福利者、家庭主婦及到新西蘭旅遊的遊客可獲取非金錢損失及賺取入息能力損失的賠償。這項計劃的開支由國庫撥付。
5.3
設立意外賠償計劃的理據是，提供比侵權訴訟制度更有效率、合理及公平的方法來為意外受傷人士提供賠償，而侵權訴訟一向被認為是費時又費用高昂的。法院、律師及專家證人的時間與資源，可藉簡單地賠償給意外受傷人士而節省下來。鑑於此計劃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意外賠償，所以，僥倖能找到需負法律責任一方的無辜意外受害人，與不能找到任何（或任何有付償能力）需負責任一方的意外受害人之間不應有任何分別。Woodhouse委員會列出適用於任何先進的賠償意外受害者計劃的五項基本原則，即社會責任、綜合權利、全面康復護理、真正賠償及行政效率。
5.4
有跡象顯示新西蘭賠償計劃受到壓力。新西蘭政府於1992年提議引入15%的最低傷殘程度，作為可領取分級傷殘津貼的準則。這樣做會使相當多的非賺取入息的意外受害人不符合領取賠償的資格。
 建議作出此項改變的理由是成本不斷上升，據稱1992年前的5年間，每年的年升率為25%。考慮過通脹因素後，年升率由25%調整至16.5%。據估計，如不作出擬議的改變，僱主平均支付100元薪金便須繳費1.71元的比率，將上升至每100元薪金繳費3.16元。
5.5
在評價新西蘭的計劃時，必須緊記侵權訴訟制度固然花費高昂，但綜合的賠償制度亦不肯定廉宜；過分簡單的索償程序可引致濫用或不公平的情況，但精密的索償制度則可能需支付高昂的運作費用。此外，香港與新西蘭在社會經濟條件、社會態度及公眾期望方面有很大分別。鑑於沒有證據顯示公眾強烈要求在本港設立產品責任中央賠償基金，而該種基金會耗費可觀的行政資源，暫時來說，在本港設立中央賠償基金似不適當。
強制保險
5.6
贊成設立強制保險計劃的主要論點是，能保證有權獲取賠償的人真正能獲發賠償。有些人認為，如果法例加諸嚴格責任的目的是改善受害人獲取賠償的機會，堅持就該等責任投保是合符邏輯的。目前，僱主及駕駛人士投購第三者保險是強制性的。不過，擴大強制保險範圍至產品責任，可能礙於產品種類繁多及生產商數目龐大而難以執行。人身傷害民事責任及賠償皇家委員會
（“皮爾信 (Pearson) 委員會”）考慮了很多問題，包括強制保險是否可取，但結論認為要有效執行是有實際困難。關於僱主及車輛的強制保險，是透過證明及發牌程序而實施的。由於還有許多其他風險，要有效執行強制保險制度，金錢及人力的成本可能太大。
 皮爾信委員會的結論指出：
“在強制責任投保方面，有難以克服的困難存在。要以合理金錢及人力成本執行任何規定，都有重大的困難，而在每一宗案件規定一些保障金額限制，是有需要的。”

5.7
1977年斯特拉斯堡公約專家委員會亦曾約略考慮強制保險問題，認為礙於產品的多樣化及其他因素，難以訂立劃一的保險制度。專家委員會進一步相信，毋須使投保成為強制項目都能令生產商就民事責任投保。

澳洲法律改革委員會——“貨品表現”辦法
5.8
1989年，澳洲法律改革委員會與維多利亞法律改革委員會（本章中統稱為“兩委員會”）提出多項改革建議。兩委員會建議由“貨品表現”（‘the way goods acted’）所引致的損失，應由製造商及供應商負責賠償
。兩委員會報告書附連的草擬法例中，“表現”（‘acted’）的定義如下：
“提到貨品表現方式，即提到以下任何一項——
(a) 貨品的表現或作為；
(b) 貨品的效果；及
(c) 貨品未能作出某特定的表現或作為，或未能有某特定的效果。”
索償人必須證明損失由貨品表現、或未能作出表現、或貨品的效果所致。這樣已構成索償的表面權利，而不必再證明其他因素。
 特別的是，索償人毋須證明貨品不符合一般安全或品質標準。
 事實上，沒有任何一般標準能設定一個純屬“客觀”的安全或品質測試，而基於一般標準所定的責任測試又由於該測試是基於疏忽法中“合理謹慎”而引起一樣的問題。
 如果被告人不能證明任何一項指定的免責辯護以完全寬免責任，則須裁定賠償的金額。製造商和供應商毋須就其不能控制因素引致的損失負責，例如索償人或第三者的行為，或天然因素（亦稱為天災）。如能顯示部分損失乃由“其他因素”所致，賠償金額會減低以剔除該部分的損失。
 如情況合適，賠償金額可以減低至零。
5.9
關於減低“其他因素”所引致的損失賠償，如索償人或第三者行為引起的損失賠償，兩委員會建議應考慮行為的合理程度。兩委員會相信這樣可以鼓勵貨品消費者及使用者更為謹慎。兩委員會解釋說，這種減低賠償有別於分攤疏忽的分擔賠償。後者涉及法院以各自違反謹慎標準的角度比較各方於意外中的責任，從而分攤損失賠償。根據建議，行為的不合理程度是裁定應減低賠償額多寡的主要因素。兩委員會認同這樣會給予法院相當大的酌情決定權，但如要把裁定減低賠償的成本維持在合理的水平，這是無可避免的。
5.10
兩委員會提議若干可使被告人完全寬免責任的免責辯護：
(ap) “接受風險”
——《1987年聯合王國消費者保障法令》並無這項免責辯護。如果索償人在發生損失前對貨品所知會使合理的人估計貨品會有及後表現的風險，應沒有獲取賠償的權利。應注意測試的第一部分著重索償人實際所知，是主觀的測試，第二部分則屬客觀測試。有意見書反對主觀測試，指被告人極難証明索償人真正對貨品的知悉情況，而主觀測試可被濫用。不過兩委員會認為“索償人應知那些事”的純客觀測試亦引起類似疏忽索償的問題，而且無論如何無法肯定。此外，索償人的證供會被製造商／供應商挑戰，遑論製造商／供應商可能藉提供足夠的警告字句及指示來保障自己。
(aq) “發展風險”—— 聯合王國法律中有這項免責辯護。如果貨品最先以商貿方式向一名人士提供，而該人士並未取之以作再供應予他人，不可能以當時已知的任何科學或其他技術發現貨品可能有及後的表現，則製造商及供應商不應負責付給賠償。如只是證明製造商符合了業內一貫做法或處理該風險並不符合經濟原則，就不足以提出這項免責辯護。
(ar) “強制標準”—— 聯合王國法律中有這項免責辯護。如果貨品因符合強制標準而有引起索償要求的表現，則製造商及供應商不須負責付給賠償。
5.11
國會就兩委員會的建議進行辯論
，引起與會者強烈反對。最大的爭論在舉證責任方面
。如兩委員會的建議獲得採納，舉證責任將實際轉移，使索償人毋須以相對可能性的衡量方法證明產品有欠妥之處，製造商反而須證明損失來自別的原因，或引用其中一項免責辯護，或顯示該損失乃不合理使用產品所致。
5.12
國會在辯論中曾引述工業委員會的意見。
 工業委員會認為如採納兩委員會的建議，對澳洲的出口競爭力、產品創新及供應有不良影響，而擬議的廣泛改變會引起成本大幅調整，就更是不言而喻。工業委員會建議就現行法例作些微調整來建立一個更有效率的產品責任制度。
第6章
美國—— 反對實施嚴格責任的個案？

引言
6.1
嚴格產品責任的規則，在美國引起許多批評。值得研究的是，究竟是嚴格產品責任本身，還是其他因素引致例如“保險危機”及“訴訟劇增”等問題的出現。
美國的嚴格責任
6.2
開宗明義，我們必須明確指出美國的產品責任法律是由美國50個州的具體及程序法律所組成，而該等州法律大部分由法院裁決具體構成。
 雖然美國的產品責任法律缺乏統一性，美國所制訂的嚴格產品責任規則及該等規則的演變，為我們研究嚴格產品責任提供了有用的線索和教訓。正值英國上議院法庭就Donoghue v Stevenson 
 案裁定該薑啤製造商須因證明有過失而須負上責任之時，美國法院開始擴大產品責任法例，以廣義方式詮釋res ipsa loquitur理論，以及擴大合約理論，包括代理、第三者利益、單方面提出要約及以擔保“隨同”實產等
，有效地創設嚴格責任的形式。
6.3
與以隱含擔保及其他方法來擴大合約法相比，侵權法的嚴格責任無疑是以較合邏輯而適當的方法達致同樣效果。在Greenman v Yuba Power Products Inc. 
 案例中，加州最高法院判決說：
“如製造商把產品推出市場而明知該產品會未經檢驗而使用，而貨品證實存有引致人身傷害的欠妥之處，則製造商得承受嚴格的侵權法責任。”

6.4
這些發展影響了“第二次重新呈述侵權法”
（the Second Restatement of Torts）的草擬，該呈述是一項不具約束力但影響甚大的文件，嘗試歸納當時法院賴以運作的普通法原則。
 1965年出版的《第二次重新呈述侵權法》第402A條指出：
“402A對使用者或消費者造成身體傷害的產品出售商的特別責任
(1) 任何人出售任何有欠妥情況而對使用者或消費者或其財物造成有不合理危險性的產品，而引致最終使用者或消費者或其財物造成實質傷害時，須負上責任，但以下列為限——
(d) 銷售者從事出售該產品的行業，及
(e) 可預期產品在送交使用者或消費者時的狀況跟出售時狀況沒有重大分別。
(2) 分段(1)所述的規則適用，但以下列為限——
(f) 出售者已採取全部可能的謹慎以製作及出售產品，及
(g) 使用者或消費者並未向銷售者購入產品或與其達成任何合約關係。”
6.5
第402A條並未使各州引進更劃一的產品責任規則。反之，由於法院樂意擴大第402A條至字面意義及草擬者的明顯意向之外，索償案件如雨後春筍。這規則隨後更用在被承租的產品上，例如自駕車輛
 之上，以及純經濟損失的索償。
 據觀察所得：
“加州…… 拒絕規定欠妥情況須為如第402A條所述般‘有不合理危險性’…… 從1970年起，法庭增加了該規則可適用的交易範圍，以致新的責任開始影響已成形的責任範圍如地產銷售、業主與住客、佔用人責任及勞工賠償。在產品索償的壓力下，對懲罰性賠償的態度亦發展至有利原告人的方向…… 從七十年代早期開始訴訟率急升…… 有若干戲劇性的影響…… 在一些戲劇性案件中引起了破產或收購某些機構，引致無力償債及繼承者責任法等獨立範疇的發展。……〔引起了〕1975至76年的‘產品責任保險危機’。以銷售收入百分比計算的責任保險費用從1963年至1975年保持隱定，俟後則突然上升。”

6.6
公眾對“產品責任保險危機”的關注及具體責任範圍的增長過速，引致聯邦政府於1977年設立了跨機構產品責任特別部隊，以研究產品法改革，而其最後報告
 則於1978年公布。隨之，制訂了《1979年模範劃一產品責任法令》
，如獲各州採用，可使保險費劃一並使之穩定下來。可惜，這個希望落空了。
6.7
另一項於1988年進行的產品責任範圍全面研究是由以美國為基地的商業資料服務組織會議委員會進行的。
 研究發現，產品責任索償的宗數引致新產品的發展及創新減低。接受調查的企業中約有三分之一因索償環境而決定不引入新產品。經歷過責任費用顯著上升的機構中，有58%選擇停產一些受影響產品。例子包括有：
"(a)
藥品公司G. D. Searle 於1986年決定從市場收回子宮內避孕器，雖然該產品已經食物及藥品管理局批准及證明安全有效。公司於1985年四度在訴訟中作出辯護，而每次都勝訴。不過，訴訟費用及未能獲得充分的保險保障，已使產品無利可圖。
(h) 產品責任保險成本迫使傷殘人士駕駛控制器製造商Wepco, Inc. 於1986年完全停產。該公司的產品獲（美國政府）退伍軍人局認可，而公司亦從未敗訴。"

6.8
製造商為應付嚴格責任而撥出大額備用款項的消息（一間石棉公司撥出25億元，另一間石棉公司撥出30億元，Dalkon Shield的製造商撥出24億元，而聚硅酮胸部植入物的供應商則撥出47.5億元），使各界對於要求改革產品責任法例的呼聲更形熾烈。
 據報導
，在1985年，庭內和庭外關於解決責任索償訴訟所付給的賠償總額達700億美元。因此，八十年代司法及學術態度均轉向有利於製造商方面，而產品責任的範圍亦有所減縮。
美國經驗帶來的教訓
6.9
美國評論員常為歐洲共同體盲目採用嚴格產品責任規則而搖頭嘆息。事實上，該規則在美國惹來相當多的非議
，而有些人認為美國遇到的問題，已構成反對實施嚴格責任的理由。不過，歐洲共同體中實施嚴格責任的國家，卻未出現美國遇到的問題。因此，我們質疑美國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究竟是嚴格責任基礎，還是其他因素使然。
6.10
安大略法律改革委員會於1979年發表的《產品責任報告書》研究了這個“美國經驗”。委員會的結論指美國的“保險危機”與具體的產品責任法律關係不大，但與美國一些民事訴訟制度特點所引致的巨額賠償有密切關係。
 這些特色包括：
陪審團審訊——
美國法律制度的一項獨有特色是，幾乎任何一宗涉及人身傷害案件的原告人均有權獲得陪審團審訊。陪審團裁定責任問題以及賠償問題，而司法人員對控制陪審團判給的數額問題顯然非常克制。判給的賠償額必須是過分至“不合情理”或“令人震驚”，法院才會減低判額。
 由於陪審團跟法官不一樣，一般都沒有接受技術訓練或訴訟經驗，容易受律師影響。

懲罰性賠償——
多個州的懲罰性賠償決定權是操在陪審團手中，而美國法院及陪審團願意判給懲罰性賠償，也是美國賠償額高的另一原因。
 Grimshaw v Ford Motor Co.
 案中，原先因油缸位置的設計欠妥判給的懲罰性賠償是1.25億美元，但最後賠償額減至350萬美元。由於最先判的賠償額獲得廣泛報導，而上訴後獲減低賠償額的報導相對地較少，這種情況使問題更形複雜。人們相信這些報導會影響陪審團的明智判斷，以及增加索償人及其法律代表對索償額的期望。

待確定費用——
按照待確定費用安排，索償人須從追討得來的賠償額中付給律師一個指定的比例。一般律師獲得賠償額的三分之一，但幅度可以是20%至50%。
 如不能取得賠償，索償人毋須付給律師費用。由於索償敗訴的原告人通常不會被判繳付被告人的堂費
，即使索償理由不充足，索償人進行訴訟亦全無風險。

專門代表原告的律師團——
專責代表原告人而收取待確定費用的律師和按小時收費的辯方律師是有分別的，
 有個別律師甚至專門處理有關某類產品的索償案，如藥品或某一類產品。
 有人評論說，專業而有野心的原告人律師團會覺得待確定費用制度特別吸引，這樣又鼓勵了投機性地贊同擴大產品責任。

前例無約束力——
美國法院公開贊成以高度司法制訂法律但以比較寬鬆態度看判例。
 對美國法官而言，法律的可預測性和肯定性似乎不比個別案件中可見的公平來得重要。

揭露文件過程——
揭露文件過程是可以於未有任何具體證據前提出訴訟，而揭露文件過程亦可用以找尋證據及被告人。

6.11
此外，由於美國勞工賠償法例禁止僱員以侵權法向僱主索償，而按勞工賠償法律獲判的賠償又被認為不足，僱員強烈傾向按侵權法起訴製造商。
 上述美國民事訴訟制度的特點，使一些原先屬邊緣或推測性質的索償轉移在美國提出，因為獲勝訴的機會較在其他司法管轄區提出為高。
6.12
基於以上因素，可見美國實施嚴格產品責任方面的經驗不應作為不實施嚴格產品責任的理由。事實上，澳洲法律改革委員會研究過美國經驗後，作出以下結論：
“無論澳洲對具體的法律規則作甚麼改變，也不會亦不能帶來美國現存的‘一團糟’。兩種制度的分別，比大部分澳洲人可以想像的多。”

第7章
建議

7.1
我們已於前數章述了本港現時產品責任法律的大綱和有關缺點與矛盾之處。在研究過不同司法管轄區的產品責任法例後，我們發現大陸法系及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國家的立法者都顯然認為有需要就欠妥或不安全產品民事責任立法。
贊成及反對改革的理據
7.2
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經驗指出，改革產品責任法律至傳統合約法及疏忽法範圍以外，會引起反對聲音。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工業界提出經濟理由來反對改革，下文已撮述各種理由：
“有些人竭力爭論說因欠妥產品受傷的個別消費者可能因引入嚴格責任而得益，但消費者整體上可能因這個改變而蒙受不良影響。產品的價格會上升，以彌補因需要為嚴格責任投保而增加的保險費。可供選擇的貨品種類會減少，使消費者的選擇受到限制。公司會長期生產已廣為消費者認識而使用已久的產品，不會冒險生產有些微改變的產品，藉以保障自己。最終而最具說服力的論點是，研究與科技創新…… 會嚴重受到損害。”

7.3
亦有些人指出，本港製造業的成功，相當有賴製造商及貿易商較本港競爭對手更能迅速對市場作出反應，以合理價格製造新產品。因此，商界關注產品責任方面的法律改革是可以理解的，此舉能避免有關的改革在為市民大眾提供更佳保障時窒礙了商業發展與創作。
7.4
另一方面，本港在經濟上有相當發展，過去幾十年來變得更富裕，而市民對產品安全及法律保障的期望也愈來愈高。因此，消費者及市民大眾最為關注產品安全。由於本港現時擁有特別為產品責任而制定的法例
 及標準，一般市民可能假設市場上的產品基本上安全，亦不會想到近年訂立的關於不安全或欠妥產品刑事責任的法例並不能直接幫助他們索取賠償。
7.5
其他法律改革團體亦提出經濟理由，贊成以加諸嚴格產品責任來改革產品責任法律：
“人們常說嚴格責任是分攤意外引起損失的有效方法。使製造商負法律責任，可以把由受傷人士肩負的損失，分派給產品的消費者分擔。公平地說，因欠妥產品受傷而引起的損失，是產品成本的一部分。如果受傷成本未算入產品價格裡，受傷人士實在是在津貼全體其他使用者…… 嚴格責任透過把意外成本‘內部化’，鼓勵製造商發展能減少產品欠妥之處而又合符成本效益的生產方法。一俟發展減少欠妥之處方法的費用較意外賠償便宜，製造商會獲更大鼓勵來發展這些方法。在疏忽法制度裡，只要製造商跟從業內的一貫做法，又只要減少欠妥之處的方法並非一項合理而明顯的防範措施，他可能可以繼續一貫做法而不須負上責任…… 嚴格責任的後果可能是使製造一些產品無利可圖；例如在製造商已增加成本而又不能轉嫁消費者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製造商停止業務可能是正確的。一件只能犧牲受欠妥產品所傷無辜人士的利益而製造的產品，也許不應留在市場上。如該產品的提供涉及公眾利益，也許應從公帑付給無辜受傷人士賠償。…… 這項分析支持對製造欠妥產品的製造商加諸嚴格責任。”

7.6
同樣，亦有些人指出：
“…… 如果法律不對製造商及分銷商作約束，又不給予因不安全或欠妥產品受傷的人士任何索償權利，推售安全而妥善產品的動力便可能不足。對整個社會來說，代價可能會增加，因為這樣會引致增加使用醫療及康復服務。經濟學家可能會說市場能力會決定推售不安全或欠妥產品人士的命運，但即使市場機制十全十美（事實並非如此），亦需時間來運作。運作期間可能出現一連串的不必要受傷情況，對生產力及社會福利造成負面影響。”

7.7
諮詢期間，兩團體質疑是否有需要就這方面進行法律改革。他們的論據主要是，加強宣傳正確使用產品及指出產品的潛在危險等預防方法，應更能有效減低因不安全產品而引致的傷亡事故。
7.8
然而，我們認為只是加強教育，而沒有提供相應的民事及刑事制裁，並不能解決不安全產品或欠妥產品所引起的問題。製造商及貿易商可藉製造或售賣不安全產品能夠謀取更多利潤，若賠償申索程序不利於索償人則情況尤甚。供應商供應不安全產品亦是不公平競爭的一種，因為供應不安全產品的供應商較那些願意付出成本確保產品安全的競爭對手，獲得不公平的優勢。改善賠償申索程序能使製造或售賣不安全產品無利可圖，從而鼓勵製造安全產品。
7.9
由於本港製造業基礎有限，差不多所有家庭用品及食品均在香港以外製造或生產。對未能以合約法向零售商取得賠償的不安全產品使用者來說（例如：如母親購買了欠妥風筒或受污染蔬菜，但受傷的是兒子的情況），唯一的可供選擇的方法是控訴香港境外的製造商或生產商。對社會上一般人而言，時間及開支方面均不容許他們提起此類訴訟。沒有擬議的法例，一些不安全產品的使用者便根本無辦法索償。
7.10
顯然，近年經濟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正是改革產品責任法例的適當時候。與香港經貿往來頻繁的國家，有些早在十年多以前已進行產品責任法例的改革，香港在這方面既已遠遜其主要貿易夥伴，實不應拖延進行產品責任法例的改革。
7.11
權衡贊成與反對改革的理據後，我們建議應該擴大有關產品責任賠償的法律至現時合約法和疏忽法的範圍以外。
政策目標
7.12
我們認為產品責任法例應考慮以下政策目標：
(as) 受損人士應獲得公平的賠償，不應礙於法律技術問題而放棄追討賠償；
(at) 損失應由在市場推出欠妥產品而造成傷損風險的一方負責；
(au) 責任應加諸在製造及分銷鏈中最有能力控制產品品質及安全的人士身上，他們同時是最有能力更便捷地為該責任投保的人士；這樣會確保產品價格反映防止及賠償損失的成本；
(av) 應盡量減低訴訟的繁瑣性，以便以省力的方式裁定索償事件；
(aw) 不應鼓勵進行瑣屑而不必要的訴訟；
(ax) 加諸的任何責任不應使本地製造商及貿易商在國際市場上不當地處於不利位置；及
(ay) 法例應鼓勵及教育市民大眾注重產品安全。
其他可行方法
中央賠償基金
7.13
我們考慮過新西蘭現時實施的中央賠償基金模式
：
(az) 我們同意侵權訴訟是費時而昂貴的；
(ba) 另一方面，全面而精密的賠償基金會耗用可觀而寶貴的行政資源，而簡單的計劃則容易引致濫用情況；
(bb) 現時的情況可透過實行較小規模的變更而得到改善。
因此，我們不主張設立中央賠償基金。
強制保險
7.14
我們也考慮過皮爾信（Pearson）委員會和斯特拉斯堡公約專家委員會曾研究的強制保險計劃
：
(bc) 有議論提出強制保險可保證有權獲得賠償人士能真正獲得賠償；
(bd) 管理及實施強制保險計劃的成本可能高至構成限制，而鑑於產品多樣化，可能有需要設立不同計劃來處理不同產品；
(be) 即使不設強制計劃，各有關方面也會自發地安排投保，尤其是如果保金的數額可控制於一個合理的水平。
我們不主張設立強制保險計劃。
“貨品表現”辦法
7.15
我們又考慮過澳洲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的“貨品表現”辦法
 以作為欠妥觀點之外的一個選擇：
(bf) 這種代替辦法最可取的地方是可使法律程序簡化，因為主要證據只限於索償人和第三者的行為，而不在產品的性質和產品的潛在危險程度；
(bg) 由於舉證責任轉移到製造商來證明引致損失的另外原因或提出一項有效的免責辯護，給予索償人的保障已有具體增加；
(bh) 不過，商界和澳洲工業委員會均反對“貨品表現”辦法，認為會使總產品責任、保險費、製造成本以至產品價格上升；
(bi) “貨品表現”辦法比欠妥觀點的標準還高。如我們採用較高標準，會妨礙供應商供應國際市場上的產品給香港。這亦可能使本地製造商蒙受不利因素；
(bj) 這項代替辦法不能有效地制止無實據而瑣屑無聊的索償。例如一名兒童索償人於玩耍時把一根針插入布娃娃裡，其後弄傷自己，製造商便須證明該根針是布娃娃出廠後才插入的。
我們不主張採用“貨品表現”辦法。
改革建議
7.16
我們建議採用以《1985年產品責任指令》
 和《1987年消費者保障法令》
 作藍本的欠妥處理辦法，理由如下：
(bk) 欠妥處理辦法為許多國家所廣泛採用，可顯視為產品責任法例的國際標準。如果香港不隨世界趨勢而施加嚴格產品責任，貿易商會趨向在香港傾銷劣等而不安全的產品；
(bl) 採用嚴格產品責任的欠妥處理辦法後，我們的產品責任法律可以和貿易夥伴的更趨一致。外國貿易商和製造商知悉我們的產品責任法律容易明瞭，因而加強貿易活動；
(bm) 欠妥處理辦法已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實施及試驗了許多年，並沒有受到重大批評；
(bn) 與“貨品表現”辦法相比，欠妥處理辦法是把現行法例以循序漸進方式改善的做法，我們認為這較任何激進的改變為佳；雖然欠妥處理辦法或被部份人士認為在某些方面過於保守，但是在改善我們的產品責任法律方面不愧是個好的開始。要是我們超前世界趨勢，香港便會因製造及貿易成本增加而不必要地處於不利的境地。
(bo) 欠妥處理辦法符合普通法的原則，即提出者必須證明。沒有特殊理由而把舉證責任撥到另一方，有違普通法的一般原則；
(bp) 維持由索償人承擔舉證責任的方式，使欠妥處理辦法更能避免無實據而瑣屑無聊的索償。
我們建議採用欠妥處理辦法。
責任基礎
欠妥的定義
7.17
歐洲共同體的《產品責任指令》（該指令）與聯合王國的《1987年消費者保障法令》第I部（該法令）的責任基礎相同，即採納欠妥處理辦法的嚴格責任，惟兩份文件對欠妥的定義略有不同。根據該法令，“如產品的安全性並不達人們一般有權期望的標準”
，產品即被視為欠妥。根據該指令，“當產品不能提供一個人有權期望的安全程度”
 產品即被視為欠妥。至於應採用市民大眾的標準或索償人本身的標準，則模棱兩可。該指令的弁言規定以社會有權期望的程度判斷安全標準，並非只是採用提出索償人所期望的程度。因此，該法令對欠妥的界定較該指令的為優。
7.18
該指令及該法令均進一步澄清判斷產品是否欠妥時應考慮的事情。基本上，該指令及該法令均屬意考慮“全部情況”。不過，該法令列出了若干額外因素，如下：
“產品推銷的方法與目的，產品的包裝，使用任何與產品有關的印記，有關產品使用的應做或不應做事項的指示或警告。”

由於該法令已進一步澄清欠妥的定義而沒有限制其範圍，我們建議應採用該法令所載的欠妥定義。
7.19
一份就諮詢文件作回應的意見書指出，市民大眾或許沒有足夠的知識及專業知識判斷產品的安全標準，尤其是技術先進而精密的產品。該意見書建議安全標準應以熟悉有關產品的使用及操作的某類人士所一般接受的水平為根據。
7.20
如採納該建議，安全測試便與疏忽制度無異，只要製造商跟從該行業的一貫做法，他便可避免承擔責任。這樣，對消費者的保障沒有多大增加。況且，有需要分辨哪部份的市民大眾熟悉產品的使用及操作，會使情況更為複雜。要記的是，擬議的法例旨在保障社會一般人士及消費者，所以，採納市民大眾的標準是合符邏輯的做法。
7.21
另一份就諮詢文件作回應的意見書指出，“人們一般有權期望的標準”牽涉權衡產品的功用及潛在危險，要證明實不容易。但我們相信，在大部份個案中要證明人們一般有權期望的安全標準亦不困難。例如：如有人吃了受污染食物而病倒，或有人在使用電器時觸電，這些情況明顯表示，安全標準並未達一般人有權期望的標準。但亦有不那麼明確可辨的情況。一件只載有一些但不詳盡的警告字句的藥品便是一例。很多其他法律事務亦涉及程度和合理性的問題，而安全標準的問題亦一如其他法律問題，可由法院裁決。
7.22
我們建議產品的安全標準應以市民大眾的期望作為判斷的參考，而不是以熟悉有關產品的使用及操作的某類人士的期望為依據。
相關時間
7.23
該指令及該法令均就相關時間以不同字眼作出規定。
該指令規定：
“一件產品不得純因其後有另一件較佳的產品推出市場而被視為欠妥。”

該法令規定：
“…… 本條並無規定，基於案中產品的安全程度不及其後供應的產品的安全程度這點兒事實，便須推斷前者有欠妥之處。”

我們同意產品的安全性質須以在市場推出產品時而非損毀發生時作判斷的原則，以及其後出現較佳的產品並不一定表示先前的產品欠妥。我們主張草擬適合的法例以反映出這些原則。
負責人士
負主要責任人士
7.24
根據該指令和該法令，負主要責任人士為：
(bq) 製成品或組件的製造商；
(br) 經處理或未經處理的天然產品的生產商；
(bs) 商標持有人（以本身名稱或商標加諸產品並顯示本身為生產商的人士）；及
(bt) 進口商。
負次要責任人士
7.25
其他組別人士須負次要責任，即只在不能在合理時間內指出供應產品人士時才須負責。這些組別包括：
(bu) 批發商；
(bv) 分銷商；及
(bw) 零售商。
7.26
應注意的是，加諸商標持有人和進口商的是一種新形式的責任。
 雖然該指令及該法令均旨在使欠妥產品的實際製造商直接向索償人負責，但如負責人士類別中只有實際製造商，在該製造商是外國人而在索償人的國家沒有業務的情況下，索償人得到的保障便很有限。為免出現漏洞，進口商及商標持有人亦應承擔主要責任。

7.27
兩份就諮詢文件作回應的意見書認為不應把進口商列為負主要責任人士，理由是他們只是中間人，擔當與批發商及分銷商相若的角色。另一份意見書建議，製造商是以“製造外國原廠組件（OEM）”為基礎，為貨主（即產品的商標、版權或專利權的擁有人）製造產品，應獲豁免承擔責任，理由是所有設計規格、生產指示及品質檢定方法均是由貨主所訂定的。
7.28
另一方面，其他意見書對把負主要責任人士擴闊至包括進口商表示歡迎。由於本港大部份家庭用品及食品均在香港以外製造或生產，進口商在保持香港產品的安全水平方面擔當重要的角色。如進口商獲豁免承擔此責任，本地製造商便會因進口的不安全產品所造成的不公平競爭而蒙受不利。此外，製造外國原廠組件的製造商也不應獲豁免責任，理由是產品欠妥可能是製造過程出錯所致。如產品欠妥是由設計出錯所致，製造外國原廠組件的製造商可以合約法向貨主索償。
7.29
以下由英格蘭法律委員會與蘇格蘭法律委員會作出的評論，正好把區分主要責任和次要責任的邏輯依據總結過來：
“我們就欠妥產品施加嚴格責任的一般取向是將之集中在生產商上，因為他是最能監管產品質素的人。相反，那些沒有能力控制產品質素的人，如生產商與零售商之間的典型‘中間人’，不應為欠妥產品承擔嚴格責任，但當然他們或須根據現行法例為他們未能合理謹慎或違反合約責任所造成的欠妥產品負責。…… 進口貨品帶出了一個問題。居於境外的生產商，有時難以被找到；就是找到，要取得司法管轄權向他追討有時亦未必可行。在製造商本國提出訴訟很可能是不方便又費用高昂，而訴訟的結果很大程度取決於該國的法律。不過，如欠妥產品所傷及的人士能否得到賠償要看該產品是否進口貨品，這情況實在難以令人滿意。不過，我們認為，產品進口商不只是須為這些產品的質素而對那些與他有合約關係的人負責，而是須對任何可能因那些產品受傷的人負責。他為了商業目的把產品輸入進口國而製造了風險—— 這是很多評論家所持的意見。毫無疑問，在很多個案中，根據以上建議而須負嚴格責任的人均可向境外生產商行使追索權。”

7.30
討論時，有委員關注到進口商可利用空殼公司充當進口商來避免承擔主要責任。我們研究過是否同樣須把分銷商納為負主要責任人士。製造業及貿易界人士就此發表了一些意見，摘錄如下：
· 如進口商擬長遠持久地發展生意，他必須在行業內建立商譽，否則難以嬴得海外製造商/出口商、本地銀行，保險商及買家的信心。因此，利用空殼公司來避開擬議中法例的監管應該不會發生。
· 香港的進口商知悉法律索償的風險，而進口商一般以自願方式投保來承擔風險。
· 利用空殼公司充當進口商只能避開其中一種方式的責任，即擬議的嚴格產品責任。隱身在空殼公司背後的“真正”進口商，仍須根據合約法和侵權法負上責任。利用空殼公司充當進口商或會弊多於利。
· 即使進口商只為賺快錢而故意進口次等/欠妥產品，我們也可合符邏輯地假設，只有小規模的獨資經營的分銷商才有興趣分銷此類產品，而這類分銷商很可能既無資產亦無為產品購買保險。即使所有這類分銷商在擬議的嚴格責任制度中被納為須負主要責任人士，實際上申索人或會發現並不值得對這類分銷商提起訴訟。其實，開設一間空殼分銷公司總較開設一間空殼入口公司容易。
7.31
除製造業及貿易界人士的意見外，我們亦顧及到，從未有其他司法管轄區擬規定分銷商須承擔主要責任，以及由於分銷商可以多種方式經營，要把分銷商分門別類並不容易，若要他們負主要責任，也許必需把所有分銷商納為負主要責任人士，只有零售商除外。我們不擬把本地貿易商不恰當地置於較其他國家的當地貿易商不利的境況，故我們不建議把分銷商列為負主要責任人士。
7.32
為打擊進口商利用空殼公司逃避責任，我們建議在“進口商”的定義
 加上“直接或間接地”的字眼，即把該條改為“任何人曾直接或間接地進口產品……，以在其任何業務運作中向他人供應該產品”。
7.33
如兩名或以上人士因就同一損毀而須負責，各人對索償人的責任須為共同及各別的。
 負責各方根據任何合約或疏忽法享有的任何追索權或分擔權，不受建議中的新責任形式影響。
7.34
我們建議跟從該指令和該法令，採納其所訂的承擔主要和次要責任的人士的類別。如兩名或以上人士須負責，根據擬議的新責任形式，各人對索償人的責任須為共同及各別的，而在現行一般法例下有關該等人士之間的責任不應受到影響。
產品範圍
7.35
在該指令中，產品被界定
 為：
(bx) 所有動產和經過加工的初級農產品及獵物；
(by) （非強制）未經加工的初級農產品及獵物；
(bz) 已併入另一動產或不動產的動產；及
(ca) 電力。
此定義涵蓋了工業及手造產品。
 該指令並未包括：
(cb) 人體器官及組織、血液；
(cc) 不動產業；及
(cd) 知識產品。

7.36
該法令中產品的定義
 以該指令所載的為藍本，但載述較為詳細。產品包括：
(ce) 任何產品（包括物質、種植物
 及附於土地的物件，以及任何船隻、飛機或車輛）
；
(cf) 物質（指任何天然或人工物質，不論是固體、液體或氣體或煙霧，及包括與其他產品組合或混合的物質）
；
(cg) 電力（僅指發電過程欠妥之處而不是不能供電）
；
(ch) 在產品內的另一產品，無論其為組件或原料或其他
；及
(ci) 經過工業處理的農產品及獵物。

我們主張擬議的法例應包括以上開列的一系列產品。
7.37
我們曾考慮是否應把電腦軟件納入建議法例之內。英國上訴庭最近評論說，由於電腦軟件是指示電腦硬件做什麼的指令，其本身不應歸入該法令中“產品”的定義之下。
 澳洲法律改革委員會
 曾考慮此論點，並建議不應將產品的定義擴闊至無體財產，例如電腦軟件及資料。此外，電腦軟件通常是批出特許使用權而不是出售，亦是考慮因素。
7.38
另一方面，如電腦軟件並不列於“產品”的定義之內，而一件產品欠妥的唯一原因是電腦軟件設計錯誤，索償人或會無權索償。鑑於電腦與電腦軟件日益影響我們生活的各方面，如電腦軟件不受擬議法例的管制，則該等法例便不能有效地保障市民大眾的利益。我們相信，融合於電腦內用以驅動硬件而電腦操作不能缺少的標準軟件應被視作電腦的一部份，並列於“產品”的定義之內。另一方面，特別為某一客戶的業務或為其目的而寫的電腦軟件應被視為知識產品，故並不是擬議新責任所包括的產品。這樣，索償人可以合約法或疏忽法向軟件公司追討賠償。
7.39
我們建議，融合於電腦內用以驅動硬件而電腦操作不能缺少的標準軟件應被視作電腦的一部份，並列於“產品”定義之內。
未加工農產品及獵物
7.40
未加工農產品和獵物是否應受嚴格制度的規限，是一個富爭論性的問題，也是該指令的非強制條文之一。該指令中有關的條項為：
“第2條
就本指令而言，‘產品’指所有動產，除初級農產品及獵物外，即使是已併入另一動產或不動產內，亦算在內。‘初級農產品’指泥土種植、畜牧及漁業產品，但經過初步處理的產品則除外……”
“第15條
1. 每一成員國可：
(i) 以排除第2條，在成員國本身法例中規定，本指令第1條所指‘產品’亦指初級農產品及獵物。”
7.41
根據該法令，農產品及獵物不在嚴格責任之列，除非已經一些“工業或其他過程”處理。
 該法令中並未界定“工業或其他過程”
 一詞。
7.42
另一方面，斯特拉斯堡公約涵蓋未加工農產品及獵物。據斯特拉斯堡公約第2(a)條所述，“產品”一詞指所有動產、包括天然或工業產品，無論是未經處理或經製造而成，甚至是已併入另一動產或不動產內。如採用這個觀點，甚麼才構成“初步或工業過程”的問題變得毫無關係。
7.43
英格蘭法律委員會及蘇格蘭法律委員會均已考慮這問題。英格蘭法律委員會贊成把天然產品包括在內的意見
。其主要論點如下：
(cj) 天然與工業產品之間的界線不能準確地劃分，故毋須予以不同的處理；
(ck) 食品方面，大部分食品都曾作若干處理，然後才售予消費者。不過，有些食品看似是以天然原狀推出消費者市場，其中一個例子是新鮮蔬菜，驟眼看似是天然未經處理的產品，但蔬菜可能已被噴上化學劑或以人工肥料種植。因此，新鮮蔬菜應否被視為天然產品，也可引起爭議；
(cl) 即使一種食品或產品未經任何處理，消費者若因產品而染病或遭受損害，應有權向把產品推出市場的人索取賠償。
7.44
不過，蘇格蘭法律委員會認為天然產品不應包括在嚴格責任內，理由
 如下：
(cm) 贊成嚴格責任的主要理據是，損失應由製造風險及最能控制品質及安全的人負責。農產或漁產方面，風險可能是由污染者或大自然本身造成的；
(cn) 有些人指製造產品者，亦製造了使用該產品附帶的風險，故應對使用該產品所引致的受傷情況負嚴格責任。這論點背後的理據是，假設大量製造貨品的商人較能負起這些風險。反對者指聯合王國大部份農場都只是由農夫自己打理，只賺取少量淨收入；
(co) 農產品生產商可能在投保方面有困難。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些產品大部分容易變壞，生產商可能難以提出免責辯護，指產品離開生產商時並無欠妥之處；
(cp) 反對者又進一步指，公眾期望應由負責準備食品的一方而不是原來生產商就食物中毒負上主要責任。
7.45
我們認為擬議的法例應包括未加工農產品及獵物在內，理由如下：
(cq) 幾乎每名公眾人士都會食用未加工的食品。擬議的法例不應把一般公眾關注的範圍排除於管制範圍之外；
(cr) 香港及鄰近國家都經常有污染蔬菜及污染海鮮的問題，把這些產品納入擬議的法例的管制範圍會鼓勵生產商及進口商倍加努力以保證產品安全。這樣做亦會鼓勵零售商查明及保存產品供應來源的紀錄；
(cs) 鑑於不安全天然食品對健康有嚴重威脅，即使管制會引起任何產品價格上漲，亦是有理由支持的；
(ct) 如不把未經加工天然產品納入管制範圍之內，會引致矛盾情況。例如一批受污染的進口牲口，半數以新鮮肉類方式出售，而另一半則以凍肉方式出售，若因食用凍肉染病的人可獲賠償而因食鮮肉染病的人則不能獲得賠償；
(cu) 不把未經加工天然產品納入管制範圍之內，便須定出工業過程的定義，而這並不容易。任何區別都可能極細微而人工化，更會引致不肯定情況。例如在工廠使用自動化機器碎肉會被視為進行過工業過程，但在小肉檯以人手攪動碎肉機碎肉則可能不算加工。碎肉工序是否構成工業過程，可能難以確定。
我們主張擬議的法例應涵蓋未加工農產品及獵物。
組件
7.46
該指令及該法令均明確把組件納入產品定義之內。不過，關於嚴格責任應否只限加諸製成品的製造商，或同樣加諸組件或併入其他產品物料的製造商身上，引起了很多討論。在英格蘭法律委員會及蘇格蘭法律委員會聯合報告書
 中，兩委員會並不能就這個問題取得共識。英格蘭法律委員會相信，豁免組件製造商的責任既不實際，在政策上亦不合理。英格蘭法律委員會提出的理由
 主要是：
(cv) 與風險應由負責品質控制人士負上的政策規定不吻合。有些組件可能是極精密的工具，而這些組件的製造商較最終生產商更有條件檢查這些精密工具的安全。舉例來說，一名只製造電視機木外框以加工美化的工匠因電視機有潛在欠妥之處而被要求負嚴格責任，這個結果對造框匠是過於苛刻；
(cw) 免除最後生產商以外全部人的嚴格責任，可引致矛盾及不公平現象；
(cx) 最終製成品的製造商通常是比製造組件的製造商規模更大而且更有充分的保險覆蓋。但是，並非每種情況都如是。如果最終製成品的製造商不能滿足受傷人士因一件重要組件欠妥致傷所作的索償，由欠妥組件製造商負責損失，似乎公平。
(cy) 如果只是最後生產商才須負嚴格責任，可能鼓勵製造商僱用未投保而可用作犧牲的附屬公司負責把產品作最後加工。這樣做，嚴格責任只落在這些附屬公司身上。
7.47
另一方面，蘇格蘭法律委員會認為如果組件已併入另一產品而該產品又已推出市場流通，有關組件的嚴格責任應該終止。蘇格蘭法律委員會的理由
 主要是：
(cz) 委員會接納組件製造商可能是最能控制組件品質的人。不過，愈來愈多情況是依據最終製造商的規格來製造組件，只有最終製造商才知道組件終會作何用途；
(da) 由於組件製造商不能控制產品的最終去向和使用，可能因而難以或不可能獲得充分的保險覆蓋，或者只能以非常高的保費投保；
(db) 繼續由組件製造商負嚴格責任，會引致就同一風險重複或多重投保的情況。一些重要項目就安排了聯保制度，例如製造和諧式飛機。但是，這種安排不是經常可以做到，也不一定實際可行；
(dc) 重複或多重投保會引致成本上升，這將在產品購買人付出的額外價格中反映出來；
(dd) 只在最終製造商無力償債的罕有情況，才會使嚴格責任的索償全無價值，不過，無論如何，受傷人士也可根據現行法例保留向組件製造商索償的權利。
7.48
關於以上分段(a)，應注意如果組件有欠妥之處是因為依照最終產品製造商所提供的規格而起，根據該指令及該法令，亦同樣構成免責辯護。至於以上分段(c)及(d)所提及的重複投保論點，可籍要求承保人考慮組件及最終製成品均會投保，並據此在計算風險及保費時作出調整來避免重複投保。雖然對受傷人士的責任屬共同及各別，組件製造商很可能向最終製成品製造商提出合約索償，以彌補任何超出組件製造人公平承擔的任何責任。
7.49
安大略法律改革委員會審議了英格蘭和蘇格蘭兩個法律委員會贊成及反對把組件納入產品定義之內的理據，結論是應把組件納入產品定義之內。安大略法律改革委員會指出
，即使不把嚴格產品責任加在組件供應商身上，他們通常會就疏忽索償投保。即使欠妥組件供應商獲豁免承擔對受傷人士的責任，可能仍須根據合約法負責向製成品製造商作出彌償。因此，比較理想的做法是索償人應能選擇是否向組件供應商或製成品製造商或兩者提出訴訟，而讓各供應商自行安排分擔或彌償事宜。
7.50
安大略法律改革委員會又建議“嚴格責任應適用於全部產品，即任何有形貨品，不論其是否為附連或併入不動產或個人動產中”。因此，該委員會建議組件不應豁免在原則之外。
7.51
澳洲法律改革委員會亦建議索償人應可選擇控告組件或製成品供應商。

7.52
可以得見的是，贊成和反對局限嚴格責任在製成品製造商身上，各有有效的理由。由於同一條一般性的原則要迎合所有截然不同的情況， 要在兩種意見之中選其一便顯得特別困難
。雖然使精密組件製造商對組件的欠妥之處負嚴格責任看似公平而合理，但對簡單組件如螺絲、絲帽的製造商又似乎不然。簡單組件製造商可能無法控制簡單組件的用途，甚至不知悉需用簡單組件的目的。不過，這問題可以該法令採納的欠妥定義來解決，即如產品不符合人們有權期望的合理安全程度，則視為欠妥，而有關安全程度方面，應在考慮所有情況後客觀地判斷。基於這個欠妥定義，只要螺絲及絲帽已妥為製造而在合理使用下合理地安全，該等組件的製造商不會不公平地須根據嚴格責任制度負責。關於蘇格蘭法律委員會關注到安排投保的困難，要注意，為新穎的高科技產品投保可能有困難，例如蘇格蘭法律委員會舉出的和諧式飛機投保便是一例，但困難較多源於產品的創新和複雜程度，而並非嚴格責任。
7.53
權衡不同意見後，我們建議不應只限由製成品製造商負上嚴格責任，組件製造商亦應負上嚴格責任。
有權起訴人士
7.54
根據該指令及該法令，任何受損人士，不論是否合約一方，不論是否產品使用者或旁觀者，均可受嚴格責任制度保障。
 這規定廣獲接受，而嘗試劃分商業和私人使用者是會困難重重的。因此，我們建議任何受損人士，不論是否合約一方，又不論是否產品使用者或旁觀者，應該在擬議的嚴格責任制度下獲得保障。
免責辯護
7.55
如以上第7.12段所述的政策目標所提及，我們明白有需要保障商界的合法權益，因而必須允許一些合適的免責辯護。我們發現該法令所允許的大部分免責辯護，都不富爭議性而是公平合理的。該等免責辯護如下：
(de) 欠妥之處是符合法規所致。

(df) 被告人從未在任何時間供應產品給他人。

(dg) 被告人供應產品乃在業務運作以外，而且並非為圖利。

(dh) 被告人供應產品給他人時，產品並不存在欠妥之處。

(di) 如其後產品的欠妥之處完全歸因於其後產品的設計，或組件製造商為符合其後產品製造商的指示，組件製造商毋須負責。

(dj) 如損毀部分由索償人的過失所造成，須負責任的人享有局部免責辯護。

我們建議採用這些免責辯護，以保障合法的商業權益。
7.56
一份就諮詢文件作回應的意見書提議加入“接受風險”的免責辯護，作用是如產品使用者因使用已具足夠警告字句的產品而受傷，使用者應被視作“接受風險”論。然而，我們認為擬議中“欠妥”的定義已考慮到產品是否已提供足夠警告字句及指示，警告字句的問題如改在“所有其他情況”中考慮會更為理想。
發展風險的免責辯護
7.57
如果生產商把產品推出市場時的科學及技術知識水平並不足以讓其發現欠妥之處
，要斷定其是否仍應負責是一項難題。關於這種發展風險的免責辯護的爭議，是該指令草擬近10年始能定稿的主要原因。
 各方終於達成妥協，規定這項免責辯護為該指令的3項非強制條文之一。這項免責辯護曾獲英格蘭法律委員會
 及皮爾信（Pearson）委員會
 考慮，但其後遭否決把它納入在內。皮爾信委員會指出：
“…… 從嚴格責任制度剔除發展風險，會在賠償覆蓋方面留下鴻隙，而此賠償鴻隙，舉例來說，並不能幫助另一宗胺蒎啶酮災難的受害人。”

7.58
1977年斯特拉斯堡公約的專家委員會
 亦不主張採納該免責辯護，並指出：
“委員會認為，保險使風險可分散到大量產品上，生產商的責任，即使是發展風險方面的責任，不應對策劃及推出新的有用產品造成嚴重障礙。”

7.59
不過，澳洲法律改革委員會卻持不同的意見，並建議
 包括發展風險的免責辯護。報告書指出相當大部分書面回應及意見書贊成提供某形式的發展風險免責辯護。有若干份意見書
 認為這項辯護對保障工業科技及創新發展至為重要。如科技及創新發展不獲保障，本地製造的貨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會遭削弱，社會大眾亦會因保險費高於實際可行的水平而沒有價格合理的產品可用。另有些意見書
 重論及藥物產品，指療效高的藥物通常都連帶高風險，而對藥物產品安全及效用的評價，難免會涉及風險與裨益之間的平衡。
7.60
考慮過這些意見後，我們知悉：
(dk) 發展風險免責辯護現已為歐洲共同體各國（芬蘭及盧森堡除外）、日本、中國及澳洲所採用。因此，採用這項免責辯護符合我們使產品責任法與國際標準協調的政策考慮。
(dl) 發展風險免責辯護向來存在於按疏忽法而起的責任，只是該辯護是隱藏在“合理預見性”原則之下的。

(dm) 如任何人均不可能發現欠妥之處，貨品製造商及供應商不會比索償人處理更佳的位置評估風險及根據風險的程度為貨品訂價。
因此，我們建議應採用發展風險免責辯護。
7.61
我們進一步建議限制免責辯護的範圍，以避免出現矛盾的情況。發展風險免責辯護的關鍵時間是把產品推出市場流通之時。不過，開始供應產品之後可能有新科學知識使能發現欠妥之處。製造商應收回產品，否則須根據例如《消費品安全條例》或其他適用法例負上刑責。如果未能收回欠妥產品會引致刑責，但卻可依發展風險免責辯護答辯而完全避免民事責任，便會造成矛盾。
7.62
其中一個解決方案是，如被告人已察覺或理應已察覺產品有欠妥部份後沒有用盡所有合理方法收回產品，便不得採用發展風險的免責辯護。然而，這個取態將被視作對歐洲大陸產品責任模式的相當程度修改，並會對免責辯護造成頗大程度的不穩定性。因此，我們建議採納一個較保守的方法來處理前段所述的法律上矛盾之處，在製造商未有符合法定收回產品令的要求時，發展風險的免責辯護應停止准予採用。事實上，某類產品並沒有任何法定收回產品的條文。不過，對發展風險免責辯護設置這個限制條款的用意，是以一個保守方法來解決這個法律上矛盾之處。
7.63
因此，我們建議如被告人未能符合任何法定收回產品令的要求時，便不可使用發展風險作為免責辯護。
7.64
另一點關於發展風險免責辯護的是，該法令與該指令之間對於免責辯護的範圍並不一致。該法令中有關的條文如下：
“於相關時間的科學及技術知識水平，不足以使人期望一位生產和問題產品同類產品的生產商，能夠當產品尚在其控制下時，發現欠妥之處的存在；”；

該指令中有關的條文如下：
“在市場推出產品時的科學及技術知識水平，並未足以發現欠妥之處的存在。”

7.65
該法令的字眼以參照有關行業的知識來作主觀的知識測試，而在該指令裡，測試是依據一般科學及技術知識來作判斷的。
 要證明業內沒有生產商可發現欠妥之處，比證明沒有人在當時的科學及技術知識水平下能夠發現欠妥之處容易。
 因此，對索償人來說，該法令所採納的定義較該指令給予的保障為少。由於該法令規定
 其第I部“在訂立該規定方面具有效力，以為符合產品責任指令所需，並且須據此解釋”，又鑑於採用國際標準是我們的目標之一，我們傾向採納該指令的定義，而我們建議採用該指令中就發展風險免責辯護所作的定義。
賠償
最高限額
7.66
該指令載有3項非強制條文，而在總損失賠償責任加以上限是其中之一。該指令第16(1)條指出：
“任何成員國可規定，對於由具有同一欠妥之處的相同產品引致的喪亡或人身傷害，生產商的總損失賠償責任上限須定於不少於7,000萬歐洲貨幣單位的金額。”
7.67
根據有關該指令實施方面的報告書
（報告書）所載，有些人相信定下不少於某數額的上限不合邏輯，如要規定某水平，則以一個定額的水平較有道理。許多人會覺得第16(1)條在概念上艱澀，因為規定了總責任的上限是不少於一個指定的金額。不過，第16(1)條的確是一個上限，因為它允許就同一欠妥之處而提起的全部索償總額限於一個金額，雖然該額不少於7,000萬歐洲貨幣單位。另一方面，基於成員國的情況相異而又不斷轉變，亦可說定額水平並不合適。
7.68
報告書指出，實施該規定也有其他困難：
“其索償比其他索償稍遲才裁決的原告人，可能武斷地被拒賠償。然而，為了看看有沒有其後提出的索償以及判給賠償的數額而延遲判給或付給賠償予最先的成功原告人，會不切實際而且沒有道理。”

7.69
從該指令的字眼來看，該上限究竟適用於每一位合資格的“生產商”，或是適用於“所有生產商”，仍不肯定。
7.70
7,000萬歐洲貨幣單位的賠償上限已獲3個國家採用，即德國、葡萄牙及西班牙。
7.71
就諮詢文件作回應的部份意見書提出以下論點，贊同對賠償設定上限：
· 可避免評估保險覆蓋和或有責任儲備的數額的困難
· 可避免促致公司清盤
· 海事訴訟可藉賠償上限獲得解決
· 如製造商可為其責任投保，便會更傾向追求產品安全
7.72
英格蘭法律委員會及蘇格蘭法律委員會（兩委員會）均已對這問題發表意見。兩委員會雖然明白訂下最高限額會有助製造商量化其風險，但這過程所引致的嚴重不利因素，超過了給予製造商的有利因素。在全部產品索償確立及量化之前，不可能知道是否已超過賠償上限。然而，延遲發放索償予成功的索償人，亦損害了公眾利益。再者，由於嚴格產品責任法例與疏忽法及合約法並存，就嚴格責任索償定出上限不能令製造商評估在全部適用法例下的可付賠償的“總”額。兩委員會又考慮過就每宗索償設定上限的可能性，但最終認為這樣做不能有助減低保費，除非把個別索償的限額定得頗低。兩委員會的結論是，就總損失賠償設定上限是不可行的。
7.73
除兩委員會搜集到的論點外，根據行業慣例、營業額和牽涉風險等有關因素來決定投保的數額，看來較隨意設定數額可取。這就是用以評估專業責任保險的方法，而這種方法並無設定上限。
7.74
由於是由投保一方決定合適的保險數額，所以不設任何上限不會對保險商造成困難。香港保險業聯會表示，在擬議新責任形式中，須負責任一方要取得保險覆蓋應該沒有困難。香港的保險公司為輸往美國的貨品提供保險保障，而懲罰性的損害索償在美國並非罕見。由於由香港法院判定的賠償額相當可能較美國法院所判的為低，保險公司應不會認為新責任形式的風險過高。正如為大部份在香港以外製造的出口貨品購保一樣，保險商不能檢視製造過程應不會對投保造成困難。
7.75
我們的結論是，就總責任訂出上限屬無理而不可行，不應就賠償設定最高限額。有關條文應確保索償人不能因同一受傷或損毀情況而獲兩次賠償，例如，循合約法索償後又循建議中的新責任形式索償。
最低限額
7.76
關於最低限額方面，該法令
 規定如果賠償不超過275英鎊的金額，則不得判給財物損失賠償。這是根據該指令下最低500歐洲貨幣單位的限額而訂出的。
7.77
我們認為：
(dn) 如果設定最低限額的原意是避免無聊的索償，則應注意無論有否設定最低限額，仍會有人提出無聊的索償。
(do) 由於可能提出的索償的性質分歧很大，要設定一個適用於各種財物損毀索償的最低限額會有困難，而任何這些限額均會顯得武斷。
(dp) 275英鎊的等值對本港一般家庭來說，可能是一筆可觀的數額。
我們建議在這方面偏離歐洲的做法，不應就損毀財物索償設定最低限額。
欠妥產品的損壞
7.78
由於擬議的新責任形式下的賠償是以侵權行為賠償作基礎，消費者不能就欠妥產品本身的損壞提出追討。侵權法責任下的謹慎責任是指避免使他人的生命或財產受到損害。產品本身的損壞及任何相應的利潤損失均列為經濟損失，故除特別情況外，是無法追討的。就諮詢文件作回應的其中一份意見書建議，如把損壞欠妥產品包括在賠償項目之中，正如有時候唯一昂貴的項目便是欠妥產品本身，消費者便會獲得較大的保障。我們相信應可在毋須大幅增加製造商和進口商成本的情況下，為使用者增添這項保障。因此，我們建議，擬議的新責任形式的賠償項目應以侵權法的責任為基礎，並可因欠妥產品本身的損壞在擬議的責任形式中追討賠償。
放棄條款
7.79
雖然索償人與被告人製造商在擬議的法例中或許並無直接合約關係促致任何放棄條款生效，但是為確保擬議的法例的作用不會遭削弱，我們同意不應接納放棄條款。我們建議不應容許有放棄條款在擬議的法例中限制或避免任何責任。
時效期限與截止期
7.80
根據該法令，索償人須遵守一個時效期限及一個凌駕性的截止期。首先，法律程序應在訴訟原因產生當日或索償人的“知悉日期”起計3年內提出，兩日期中以較後者為準。
“知悉日期”在《1980年時效法令》第14(1A)條被界定為該人第一次知悉某些重要事實的日期。
 如索償人在3年限期前去世，時效期限是其去世日期或其遺產代理人知悉日期之後3年，兩日期中以較後者為準。
 3年的時效期限可在適當情況下延長。如索償人在任何訴訟權利產生之日並無行為能力，法律訴訟可於索償人停止無行為能力或該人去世後之3年期限屆滿前的任何時間提出，兩者以首先發生者為準。
 如索償訴訟牽涉人身傷害或死亡，而批准延長期限亦屬公平，則法院可酌情延長該3年的時效期限。
 法院在使用酌情權時，須考慮該個案的所有情況，
 幾項訂明的因素現列於註腳。

7.81
我們建議採納3年的時效期限，而關乎索償人無行為能力的特別條文和法院就人身傷害個案在時效期限以外進行聆訊的酌情權，均應適用於3年的時效期限。
7.82
除3年的時效期限外，該指令和該法令均設定了凌駕於3年時效期限的10年截止期。與一般由訴訟原因產生當日或知悉某些重要事實的日期開始計算的時效期限不同，截止期通常由產品供應日期開始計算。《1980年時效法令》第11A(3)條訂明：
“此條所適用的訴訟行動，不得於相關時間
 起計10年限期屆滿後始提出。…… 而此款具有終絕訴訟權利的效力，不論在上述10年期限屆滿時訴訟權是否經已產生，或根據這法令的以下條文是否已開始計算限期，其效力亦如此。”
7.83
跟3年的時效期限不同，10年的截止期不能藉關乎索償人無行為能力的特別條文或法院就人身傷害個案在時效期限以外進行聆訊的酌情權來延長。
7.84
在該法令下，開始計算10年期限的日期對供應鏈中每位成員來說都不同。
 對於須負主要責任的人士，相關時間指他向別人供應產品的時間；對於須負次要責任的人士，相關時間指最後一次由須負主要責任人士供應該產品的時間。例如：一部汽車在1988年3月在日本製造，同年6月1日售予聯合王國的進口商，進口商於同年9月1日售給分銷商，分銷商在同年12月1日轉售予零售商，最後於1989年3月1日由零售商售予消費者。在該等情況下，製造商的10年截止期從1988年6月1日開始計算，而進口商及零售商的10年截止期則從1988年9月1日開始計算。
7.85
10年截止期的運作在我們的研究討論中惹起關注。Clark正確地指出：
“10年的‘截止’期引起的問題更廣及更具爭議。鑑於一般產品的壽命，10年似乎是潛在法律責任出現的合理期限。但是，任何截止期的界定都有武斷成份，不同種類的產品有不同的可期望安全使用期限；有很多產品是使用者一般不能合理地期望可耐用10年之久，但同樣亦有很多產品，例如飛機，可合理地對它有此等期望。同樣，在嚴格產品責任制度下，產品出現欠妥之時若賠償責任不再生效，那看似有矛盾之處。此外，《1979年售賣貨品法令》下零售商的責任方面並無同樣的截止期，惟並未獲證實造成過多負擔。而一名傷者在3年的時效期限起計前因截止期屆滿而無法索償，可被認為是極不公正。肯定的說，有些因產品導致的傷害（例如：石棉所致的疾病，或由己烯雌酚 （diethylstibestrol） 所致的癌病）會在使用產品一段相當時間後才出現病癥。一如Denning 法官就關於時效的先前規則所說：
‘沒有人會假設國會意圖在一個人受傷以前以時限來阻止他興訟…… 他在得到訴訟權利前已將之失去。這實在荒謬可笑。’
另一個困難是，不同的截止期可能適用於同一產品，正如不同組件在不同時間供應作產品原料，而產品本身則在其後供銷售。以一部有‘欠妥’零件的汽車為例。假設該零件是在造成受傷前10年多前供應的，而該汽車是在受傷日期起10年內供應的。那麼，對組件生產商提出訴訟的時限已滿，但對汽車製造商的則並未屆滿。”

7.86
蘇格蘭法律委員會亦不贊成採納10年長的截止期。以劃一的截止期應用於所有產品，未免過於武斷，因為沒有一個期限可同時適用於所有貨品。蘇格蘭法律委員會同意，如沒有設定截止期，生產商須付的保險費可能會增加，但該會認為剝奪受傷者的權利和索償機會，在某些情況下亦不公平。例如：一架出廠11年的飛機由於設計出錯撞毀，製造商毋須負上嚴格責任。對一個通常並不知道案中被告人提供產品的日期的受傷者來說，設定截止期並不公平。再者，由於該10年期限對分銷鏈上不同人物開始計算的日期並不相同，索償人有可能在有效時限內向負次要責任人士提出索償，但在付出律師費用及開支後才發現，因10年截止期經已屆滿，進口商或製造商已無須承擔責任。
7.87
Debusschere and Hom 
 亦曾以美國的情況評論截止期（在美國經常稱為“訴訟時效法規”）。他們指出，在美國有些司法管轄區以訴訟時效法規來禁止那些不在產品推出市場後一特定時間內提出的索償，而那些司法管轄區所訂的時效期限多為15或20年。然而，在美國其他州，法院已多次裁定訴訟時效法規是違憲法的，原因是違反了適當程序及在法律面前平等保障原則。這些裁判背後的理論是，在原告人實際受傷的時間前已剝奪索償權是不公正的。
7.88
我們亦察覺到侵權申索並不受制於任何凌駕性的截止期，有些人會認為如擬議的責任較現存的侵權責任更為局限，是不可取的。
7.89
鑑於各方面對10年截止期和一般性截止期的批評，我們考慮過應否採納其他方案來代替。包括依據該指令及該法令的辦法外，可作考慮的選擇有：
(dq) 凌駕3年時效期限的絕對10年截止期。
(dr) 如3年時效期限尚未屆滿，法院可酌情延長的10年截止期。
(ds) 完全取消10年的截止期，讓3年的時效期限可自行運作。
(dt) 保留10年的截止期，但使之不適用於某些特定產品，如藥品。
(du) 保留10年的截止期，但使之不適用於人身傷害申索個案。
(dv) 以更長的期限代替10年的截止期。
7.90
在上段所有方案中，我們剔除了方案(d)和(e)項，理由是兩個方案使本已是武斷界定的10年截止期更形‘武斷’。它們只會進一步使情況複雜，又不能在個別個案中排除對索償人構成困難的問題。我們亦剔除了方案(f)，理由是它與方案(a)沒有多大分別，更欠缺了方案(a)所具的能與國際標準配合的最重要及根本的優點。
7.91
方案(b)如獲採納，可讓法院在適當的個案中，引用現行適用於延長3年時效期限的準則來延長10年的截止期。除了與國際配合的因素外，方案(b)的主要弱點是會引起更多非正審的司法程序。實施嚴格責任制度的邏輯既然是盡可能簡化索償人的申索程序及法律地位，把延期的酌情權納入該制度中並不合符邏輯。我們亦認同，為了使個別人士獲得公平對待之餘又能同時照顧其他利益因素，如配合國際標準、控制保險成本與保持競爭力等，才不得已地以武斷的方式設定截止期。另一方面，賦權予法院延長截止期的目的主要是藉平衡對索償人和被告人的損害，以確保個別個案獲得公平裁決。因此，截止期與法院酌情延期的權力是在不同層面發揮作用，不應混為一談。尤其是在衡量如何處理一宗案件時，法院並不能夠公平地決定，對那些曾由立法機關在設定截止期時考慮過的其他考慮因素的重要程度。
7.92
採納方案(c)可避免出現在前述的10年截止期的弊處，亦不會引致額外的非正審程序。在決定採納方案(a)或方案(c)更為適宜時，我們亦考慮過保留截止期的論點。
7.93
英格蘭法律委員會相信，為了公平對待那些否則須無休止地承擔嚴格責任重擔的生產商，設定截止期是必需的。這可幫助生產商評估風險與攤銷，使保險費保持低廉。省回的成本可使產品價錢便宜，對市民大眾有利。
7.94
該指令的一份報告
 指出，商界及承保人均要求設定截止期。這不只是為限制風險，亦為限制保存有關紀錄的時間。該報告更指出，設定截止期是理性而明智的解決方法，雖然10年的期限可能不足以令某些損害浮現，例如由藥品引致的己烯雌酚現象（少女在青春期患上的癌症據稱與其母親在懷孕期服食的藥品有關）。
7.95
經多番思量後，我們總結認為10年的截止期應予採納。如前所述，不得已地以武斷的方式設定截止期，是為了使個別個案獲得公平處理之餘又能兼顧其他更廣泛的利益因素，如配合國際標準、控制保險成本、保持競爭力等。我們有見於幾乎所有採納了嚴格產品責任的欠妥處理辦法的國家都採納10年的截止期，對我們的決定有相當影響。如香港不採納10年的截止期，製造業及貿易業便較其他國家的同業承擔更嚴苛的責任，保險成本及賠償款額會增加，影響商貿的競爭力。我們亦察覺，在其他已實施截止期制度一段時間的國家，迄今並未有證據顯示出現問題。即使索償人的10年截止期屆滿，他亦不是完全失去追索途徑；他仍可循不受任何截止期限制的侵權申索提出追討。在這方面，我們以保守的方式採納了國際標準，但相信截止期的問題應於日後由政府進行檢討。因此，我們建議應採納凌駕於3年時效期限的10年截止期。
擬議法例的適用範圍
7.96
在不抵觸以下但書的前提下，預期擬議的法例不會明訂條文，把擬議的法例的適用範圍限制於供應予香港的產品。我們有意讓法律衝突規則處理這事。以在香港製造的產品為例，若該產品出口至美國加州，傷及居於加州的索償人；雖然在產品責任案件中的原告人較有可能選擇根據加州法律控告加州的零售商或供應商，惟視乎法律衝突規則及訴訟地是否適當，原告人亦可以根據擬議的法例控告香港的製造商。我們相信香港製造商及出口商與經濟發達國家進行貿易有豐富經驗，而該等國家的產品責任法律往往會較擬議的法例更為嚴苛。事實上，如我們明確規定製造商與供應商只限於對供應予香港的產品承擔責任，可能會令其他國家得到錯誤訊息。
7.97
然而，我們相信應分別處理與轉口有關的貿易。考慮到經香港轉口的貿易數量龐大，對於只是再出口予其他國家而輸入香港的貨品，進口商應否負責便成為一個問題。根據該法令所訂的進口商的定義，進口商是“由[香港]以外的任何地方把貨品進口[香港]，以圖在其業務運作之中，向他人供應該貨品。”如果此定義不作修改而獲採納，加上進口商須在擬議的法例中負主要責任，香港進口商若從泰國或中國進口貨品及隨即再出口至美國，便有可能須向在美國的索償人負主要責任。香港進口商將實質成為在香港以外為外國國民所製造的產品的保證人。此項安排亦會鼓勵索償人挑選訴訟地，而來自沒有嚴格產品責任或損害賠償金額一般較少的司法管轄區的索償人，會把訴訟程序轉到香港。我們認為，把貨品輸入香港只為再出口予其他國家的進口商，毋須在擬議的法例中負上責任。為此，法例草擬人員如同意，可在進口商的定義加上下述間上底線的字句：
“任何人由香港以外的任何地方把貨品進口香港，以圖在其業務運作之中，在香港向他人供應該貨品。”
相反，擬議的法例或可為進口商提供一項免責辯護理由，即進口商合理地相信該產品不會在香港使用或耗用。我們建議，擬議的法例不應只適用於供應予香港的產品，但如進口香港的產品只為再出口，進口商則毋須負責。
第8章
建議摘要

8.1
關於欠妥或不安全產品引致的傷害或損害賠償的法例，應擴大至現時合約法和疏忽法的範圍以外。（第7.2至7.11段）

8.2
不主張設立中央賠償基金。（第7.13段）

8.3
不主張設立強制保險計劃。（第7.14段）

8.4
不主張採用將舉證責任轉移，由製造商證明沒有犯錯的“貨品表現”辦法。（第7.15段）

8.5
擬議的新責任形式應以欠妥處理辦法為基礎，即產品的安全性如不符合人們一般有權期望的標準，則屬欠妥。（第7.16段）

8.6
產品的安全標準，應以市民大眾期望的標準，而不是索償人所期望的標準，作為判斷的參考。應採用《1987年消費者保障法令》第I部對“欠妥”所作的界定。（第7.17至7.18段）

8.7
產品的安全標準不應以熟悉有關產品的使用及操作的某類人士的期望為判斷的依據。（第7.19至7.22段）

8.8
產品的安全標準應以在市場推出產品時作判斷的參考。（第7.23段）

8.9
製成品的製造商及任何組件的製造商、天然產品的生產商、商標持有人及進口商均須為欠妥或不安全產品負責。批發商、分銷商及零售商則在不能於合理時間內指出供應產品人士時才須負責。根據擬議的新責任形式，上列兩類須負責人士對索償人的責任須為共同及各別的，而在現行一般法例下有關該等人士之間的責任不應受到影響。（第7.24至7.34段）

8.10
擬議的新責任形式應適用於《1987年消費者保障法令》第I部所覆蓋的所有產品。融合於電腦內用以驅動硬件而電腦操作不能缺少的標準軟件應被視作電腦的一部份，且列於產品的定義之內。未加工農產品及獵物、及其組織部份均在規限範圍之內。（第7.35至7.53段）

8.11
任何受損人士，不論是否合約一方，又不論是否產品使用者或旁觀者，均應在擬議的新責任形式下獲得保障。（第7.54段）

8.12
應採用《1987年消費者保障法令》第I部所提供的免責辯護，以保障合法的商業權益。（第7.55段）

8.13
生產商應可採用“在供應產品當時的科學及技術知識水平下未能發現欠妥之處”作為免責辯護。但如生產商未能符合任何法定收回產品令的要求，便不能採用此項免責辯護。應採用歐洲共同體的《產品責任指令》中發展風險免責辯護的定義。（第7.57至7.65段）

8.14
不應對擬議的新責任形式的賠償設定上限或下限，但有關條文應確保索償人不能因同一受傷或損毀情況獲得兩次賠償。（第7.66至7.77段）

8.15
擬議的新責任形式的賠償項目應以侵權法的責任為基礎，並須包括欠妥產品本身的損壞。（第7.78段）

8.16
不應容許有放棄條款在擬議的法例中限制或避免任何責任。（第7.79段）

8.17
應採納3年的時效期限，而關乎索償人無行為能力的特別條文和法院就人身傷害個案在時效期限以外進行聆訊的酌情權，應適用於3年的時效期限。（第7.80至7.81段）

8.18
應採納凌駕於3年時效期限的10年截止期。（第7.82至7.95段）

8.19
擬議的法例毋須明文限定只適用於供應予香港的產品，但須訂明如進口香港的產品只為再出口，進口商則毋須負責。（第7.96至7.97段）
� 	澳洲法律改革委員會（1989：第51號報告書）與維多利亞法律改革委員會（1989：第27號報告書）提交的聯合報告書定名為《產品責任》（Product Liability）；英格蘭法律委員會及蘇格蘭法律委員會提交的聯合報告書（1977：Cmnd 6831）定名為《欠妥產品責任》（Liability for Defective Products）；安大略法律改革委員會報告書（1979）定名為《產品責任報告書》（Report on Products Liability）。


� 	參看下文第6章的討論。


� 	R Lowe & G Woodroffe，《消費者法律與實務》，1995年第4版第2頁。


� 	第1203段。


� 	斯特拉斯堡公約闡釋報告書第1段。


� 	前澳洲律政司Murphy參議員在參議院提出《澳洲聯邦貿易實務法案》。


� 	Rogers，《Winfield & Jolowicz on Tort》，第14版第40頁。


� 	Distillers Co. (Bio-chemicals) Ltd v Thompson [1971] AC 458; [1971] 1 All ER 694.


� 	皇家委員會《人身傷害民事責任及賠償》（1978：Cmnd 7054I），第120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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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時間”的定義見該法令第4(2)條。


� 	Paul McNeil，“英格蘭”在Campbell(ed)《國際產品責任》第217頁。亦見《1987年消費者保障法令》，附表1。


� 	Alistair M. Clark，《產品責任》，（1989）第206頁。


� 	Campbell(ed)，《國際產品責任》，（1993）第596頁。


� 	Christopher Hodges，在前面所引用的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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